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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為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之立法先驅，其司法部轄下設有反托拉斯局專職處理反托拉斯法案件，實務上更發展出一套「寬嚴相濟」之執法策略，對於違反反托拉斯法之犯罪行為人，不僅祭出嚴厲之鉅額罰金與監禁刑罰，強烈威嚇及打擊企業濫用市場地位之非法行為，此外，更利用寬恕政策有效分化破解犯罪共謀者，並透過認罪協商之積極運作，讓國內外的犯罪企業或個人俯首認罪，其反托拉斯法之執法成效斐然，值得我國借鏡。
本報告首先簡介美國之反托拉斯法案，並介紹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之組織架構，主要內容著重在其對於反托拉斯法刑事案件之蒐證與調查程序，以及實務上認罪協商之運作方式，接著研究其寬嚴相濟之策略手段，瞭解寬恕政策如何運用，及司法部對於犯罪者持嚴厲制裁之堅定態度，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希望能建立起我國應有之反托拉斯法刑事調查與認罪協商機制。
又在美進修期間，適逢司法院為設計符合我國之國民參審制度，而於民國101年1月間提出「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下稱觀審草案）」，故在紐約大學進修期間利用學校資源蒐集相關資料研究美國之陪審制度，從美國採用陪審制之背景與精神出發，探討陪審團評議之基本規範與核心價值，及其維護評議秘密之功能，進而評論關於我國法官之秘密評議，以期能釐清評議秘密性之迷思，讓國民能真正的參與審判，以深化民眾對司法的認知與認同，故將此篇文章列為本報告之附件內容一併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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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為中心
1、 緒論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於2012年3月13日發布新聞指出，我國友達公司及其於美國之子公司與前任2位高階公司主管，在歷經8週審判程序，經美國舊金山聯邦地方法院以涉及共謀參與國際性的面板(TFT-LCD)價格固定聯合行為，判決有罪並科處5億美元天價罰金的賠償；在此之前，已有7家面板公司（包含我國的奇美、華映，及日本、南韓等公司）與美國司法部達成認罪協商，協商總罰金超過8億9千萬美元，並有10位高階主管因此認罪並入監服刑合計2,681日
。
    美國對於加強落實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嚴格打擊企業利用市場壟斷地位，擠壓競爭對手，以獲取更多的市場占有率之利益行為，所持之態度始終堅定。鑒於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於卡特爾（cartel）行為的罰金甚鉅
，且除處罰公司之外，實際操控價格之行為人亦有刑責，嚴格執行反托拉斯法之成效顯著，所涉入調查的案件，不管是在反托拉斯之民事或刑事訴訟上，均鮮少嘗到敗績。其中，必須歸功於「寬嚴相濟」（the carrot and stick）
策略之具體落實，以及認罪協商之積極運作，成了處理違反反托拉斯法案件最有效及必要的手段。因此，在我國嚴肅面對美國嚴厲執行反托拉斯法之情形下，除了須仔細評估因應之道外，更應對於美國反托拉斯法如何執法、蒐證、調查程序、寬嚴相濟手段及認罪協商之實際運作等，為深入的瞭解及研究，以期作為我國司法實務經驗借鏡，並冀望能建立起我國應有之反托拉斯法之刑事調查與認罪協商機制。

2、 研究方法

    在紐約大學上課期間，除了選擇旁聽學校由著名學者Eleanor M. Fox 教授所開設的Antitrust Law課程，以瞭解美國反托拉斯法之理論與實務之外，並且旁聽Stephen J. Schulhofer教授所開設的Criminal Procedure課程，瞭解美國一般刑事案件之相關偵查與認罪協商程序。又利用學校所提供豐富的圖書館設備、網路查詢法學期刊論文等工具，查詢報告內容所需的各種文獻及資料。

    此外，並利用課餘時間前往紐約國王郡刑事地方法院（Kings County Supreme Court）參訪，之後連續數週前往法院旁聽一般刑事案件之開庭審理過程，對於刑事案件之審理過程及認罪協商程序已有初步完整的認識。

2、 美國反托拉斯法案之簡介

    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或稱競爭法，是阻止「反競爭行為」和「不公平商業行為」的法律，其目標係藉由提升市場的公平競爭，以確保經濟的自由與發展。美國聯邦政府認為雖然許多消費者從未聽聞反托拉斯法，但實施聯邦反托拉斯法，本質上，不僅可以節省消費者金錢，且能禁止企業商業行為無理剝奪消費者的競爭利益，而導致價格較高的產品和服務。美國之反托拉斯法主要由三部法案所構成，如下：
一、謝爾曼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

    美國國會於1890年通過第一個聯邦反托拉斯法，稱為「謝爾曼法案（Sherman Antitrust Act）」，禁止反競爭之協議及獨占行為。約有半個世紀之久，美國為全球唯一國家擁有嚴格的反托拉斯政策
。謝爾曼法案被視為全球反托拉斯法之先驅，之後並曾歷經多次的修訂。

    謝爾曼法案規定在15 U.S.C § 1-7，其將所有契約、結合、密謀去限制州際或與外國間之貿易列為非法行為，包含競爭者間彼此對於價格限定（price fixing ）、串通投標（bid rigging）、消費者分配（customer allocation）達成協議，將被處以刑事重罪。重要規定如下：

第一條（15 U.S.C § 1）規定：

    任何契約、以托拉斯或其他方式成立聯合或密謀，在各州間或與外國間限制貿易或商業活動者，是非法的。任何締結契約或從事結合或聯合之違反本法行為人，將構成重罪，如果參與人是公司，法院得斟酌情形判處公司最高1億美元以下之罰金，如果參與人是個人，將判處個人最高1百萬美元以下之罰金、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並用兩種處罰
。

第二條（15 U.S.C § 2）規定：

    任何人壟斷或企圖壟斷，或與他人聯合、密謀壟斷各州間或與外國間的貿易與商業活動，將構成重罪。如果參與人是公司，法院得斟酌情形判處公司最高1億美元以下的罰金，如果參與人是個人，將判處個人最高1百萬美元以下的罰金、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並用兩種處罰
。
第三條（15 U.S.C § 3）規定：

    （a）任何契約、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聯合、密謀，用以限制美國屬地內或哥倫比亞特區內，屬地間、屬地與各州間、屬地與哥倫比亞特區間，哥倫比亞特區與各州間，屬地、各州、哥倫比亞特區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活動，是非法的。任何人簽訂上述契約或從事上述聯合或密謀，將構成重罪。如果參與人是公司，法院得斟酌情形判處公司最高1億美元以下的罰金，如果參與人是個人，將判處個人最高1百萬美元以下的罰金、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並用兩種處罰
。

    （b）任何人壟斷或企圖壟斷，或與他人聯合、密謀壟斷於美國屬地內、哥倫比亞特區內，屬地間、屬地與各州間、屬地與哥倫比亞特區間，哥倫比亞特區與各州間，屬地、各州、哥倫比亞特區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業活動，將構成重罪。如果參與人是公司，法院得斟酌情形判處公司最高1億美元以下的罰金，如果參與人是個人，將判處個人最高1百萬美元以下的罰金、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並用兩種處罰
。

    值得注意的是，上開處罰之規定是指參與人之反競爭行為發生於2004年6月22日之後，如果犯行是在2004年6月22日之前，參與人為個人的話，最高可處35萬美元以下罰金、3年以下有期徒刑；參與人為公司的話，最高可處1千萬美元以下罰金。惟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最高罰金依其收益或損失可能增加至兩倍
。

    大部分反托拉斯刑事案件，多涉及價格限定（price fixing）、串通投標（bid rigging）、市場劃分或分配（market division or allocation）計劃。此種水平卡特爾（horizontal cartel）類型已被證明為明顯有害的，其成立與否之關鍵就是有無合意（agreement）存在
。美國反托拉斯法係以「當然違法」原則加以審查。亦即行為是否不法，並不考慮其是否具有商業或經濟上之合理性，只要行為與法律要件相符，即屬違法
。

    所謂價格限定，指競爭者彼此間對於出售自己的商品或服務的價格達成提高、固定、或以其他方式維持之協議。操縱價格，可以採取多種形式，或以任何協議去限制價格之競爭。例如：建立或堅持價格折扣、保持價格、消除或減少折扣、採用一個標準公式計算價格、不同類型、規模或產品數量之間保持一定差價、堅持以最低的費用或價格的時間表、修正信用條件、不做廣告的價格等
。

    又串通投標，乃競爭對手間事先同意讓特定對手的出價，能贏得標案通過競標過程，因而有效地提高買家徵求競相出價收購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其亦有多種形式，包含出價抑制（bid suppression）、互補性招標或稱陪標（complementary bidding）、投標輪換（bid rotation）、分包契約（subcontracting）等。至於市場劃分或分配，則指競爭對手彼此瓜分市場的協議，在計劃中，競爭公司分配到特定客戶或類型的客戶或產品
。
    由於此種犯罪難以察覺，故證明此種犯罪並不要求達到顯示共謀已經進入正式的書面或明示的協議，除了以直接證據如參與者之證詞外，亦可以透過間接證據，如可疑的投標模式、旅遊及開支報告、電話記錄、業務日記，來建立起此種犯罪之協議
。

    此外，美國反托拉斯法對於外國公司亦具有所謂的「域外管轄權」。依照15 U.S.C § 6a規定（conduct involving trade or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如外國的商業或貿易行為對美國產生直接、實質及合理可預見的效果，且該行為效果足以構成謝爾曼法之請求，亦有謝爾曼法規定之適用
。

二、克萊頓法案（Clayton Act）

    美國國會於1914年制定了克萊頓法案，作為謝爾曼法案之補充，並於1950年作出了顯著修訂。克萊頓法案為民事法典，並無刑事處罰之規定，該法規定於15 U.S.C § 12-27，主要禁止削弱競爭性之企業合併、併購及資本和經濟力量之集中，亦明確規定了17種非法壟斷行為，包括差別待遇、價格歧視、搭賣等
。於1976年美國國會通過「哈特—史考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其規定大型企業的合併必須在合併之前向聯邦委員會及司法部反托拉斯局通知申報。

三、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制定於1914年的聯邦貿易委員會法案，規定於15 U.S.C Ch.2，授權建立聯邦貿易委員會，作為負責執行各項反托拉斯法律的行政機構。該委員會有五名委員，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之同意任命
。其職責範圍主要係對不正當的商業競爭活動發布命令以阻止不公平競爭，特別是在州際間之貿易，但無刑事處罰之規定。且該委員會亦常使用其他法律去打擊非法活動，包括禁止對聯邦機關為不實陳述、偽證、妨礙司法、陰謀詐欺國家、電子郵件與網路詐騙等法律
。

3、 反托拉斯案件之刑事調查

一、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簡介

（一）成立背景

    20世紀初期，隨著經濟和公司企業的成長，反托拉斯法案件與日俱增。因此，美國司法部擁有其所屬對反托拉斯法專精之人員來處理日益增加的反托拉斯法案件，已屬必要。故於1933年，在美國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和司法部長Homer S. Cummings的監督下，成立反托拉斯局（Antitrust Division）。當時該部門有16位律師及142,000美元之預算，Harold M. Stephens並被指派為反托拉斯局之第一位助理檢察總長（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

（二）目標與任務

1、反托拉斯法之執行：執行反托拉斯法律和其他關於競爭保護及貿易限制及

     壟斷禁止之法律，包括違反反托拉斯法之調查、參與大陪審團程序之進行、對於所有出於這種民事和刑事調查後訴訟之提起。

2、反托拉斯局處理反托拉斯案件時，是優先於其他行政機關為全面的介入與

參與，反托拉斯局在訴訟程序上需要考慮反托拉斯法和競爭策略，當然也

會和相關行政機關互相協調與合作。這些行政機關包括有商品期貨交易委

員會（Commodities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聯邦能源控制委員會（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聯邦海事委員會（Federal Maritime Commission）、核能控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等等。

3、在政府其他部門前提倡贊成競爭之策略：包括發展和呈現關於反托拉斯法

立法目的及對於國會和其他機關關於此類議題的建議做回應，建議總統、

其他部門和行政部門之各機關之相關政府作為，在國會或司法部檢察總長

（Attorney General）要求時，對於自由企業系統下競爭之維持和保留之相關聯邦法律及方案作統合資訊和報告之準備。

（三）反托拉斯局各部門及辦公室之組織架構圖（如圖一）

圖一
：Organization Chart of Antitrust Division Sections and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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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反托拉斯局之最高首長為一助理檢察總長（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該助理檢察總長係由總統提名後經參議院認可。反托拉斯局之助理檢察總長由5位副助理檢察總長所輔佐，5位副助理檢察總長中有些可能是正式的反托拉斯部門雇用之人員，有些則不是正式任職於反托拉斯局，但傳統上至少有一位負責國家刑事執法部門（National Criminal Enforcement Section）之副助理檢察總長為正式人員
。又營運辦公室（Office of Operations）之主任（director）和刑事執法部門之主任，分別對於民事和刑事計畫方案有特別的監督權限。

    2、反托拉斯局由14個有關訴訟之部門組成，有7個分部門位於華盛頓特區，

7個地區辦公室分散在全美7個城市，這些部門及地區辦公室均由一些律師、律師助理及秘書等人員組成，並由一位主任和副主任領導該單位，組成員工作任務在於進行調查及訴訟活動。此外，反托拉斯局也有一些專責人員扮演專業角色，包括經濟分析團體（Economic Analysis Group）、上訴部門（Appellate Section）、法律政策部門（Legal Policy Section）、外國貿易部門（Foreign Commerce Section）及負責監管所有部門內行政事務的行政辦公室（Executive Office）。

（四）各部門組成及業務職掌

      因各部門及其業務繁多，茲僅擇要介紹執行反托拉斯法案件較為基層之部 

      門及業務如下：

   1、華盛頓部門（Washington Sections）
：

如前所提，與訴訟相關之部門，其中有7個位於華盛頓特區，包括有訴訟一部門（Litigation I Section） 訴訟二部門（Litigation II Section）、訴訟三部門、（Litigation III Section）、國家刑事執法部門（National Criminal Enforcement Section）、網路及科技執法部門（Networks and Technology Enforcement Section）、電信及傳媒執法部門（Tele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Enforcement Section）、運輸、能源及農業部門（Transportation , Energy & Agriculture Section），各部門各司其執掌並分工如下：

(1)訴訟一部門：此部門評估企業合併造成經濟層面之影響、協調合併建議之方案或提起訴訟阻止合併之進行、對於如醫療、保險、紙漿、紙張、

木材、攝影、電影、設備、食品和化妝品等領域之非合併民事案件進行調

查和起訴。

    (2)訴訟二部門：此部門主要執掌企業之民事責任，針對合併進行調查及提起訴訟，並也處理金屬、銀行、防禦工作和工業設備等領域之民事上非合併案件。

    (3)訴訟三部門：在其所負責之相關領域處理其合併及非合併之事宜，主要

著重在娛樂和非有線之媒體產業。例如在電影、音樂、出版、廣播、電

視、報紙、廣告、運動、玩具和遊戲等。此外，信用卡、現金卡和房地產

之事項也是由此部門來負責處理。

(4)國家刑事執法部門（national criminal enforcement）：此部門是唯一在華盛

頓特區部門裡負責全美7個地區辦公室之刑事案件之偵查與訴訟之實施，並負責處理各企業之刑事偵查作為。

(5)網路及科技執法部門：此部門是負責電腦硬體、軟體、高科技零件製造、

網路相關之產業、財務提供及證券產業之反托拉斯和競爭策略。此部門也

負責合併之執行、民事上之調查及對於微軟仲裁條件之監督與執行。

(6)電信及傳媒執法部門：此部門負責在電信、傳媒產業領域之反托拉斯法之

執行及競爭之提倡。此部門會在聯邦通訊委員會介入前調查事項及和聯邦通訊委員會人員討論協調合併之事宜。

(7)運輸、能源及農業部門：此部門負責在交通運輸、能源及農業商品 領域

之反托拉斯法之執行與競爭之提倡。在相關機關如聯邦海事委員會、聯邦

能源管制委員會、環境保護署及農業部之前參與相關程序之實施。

 2、地區辦公室（Field Offices）
：

    另有7個與訴訟有關部門稱為地方辦公室，分別設在亞特蘭大（Atlanta）、芝加哥（Chicago）、克里夫蘭（Cleveland）、達拉斯（Dallas）、紐約（New York）、費城（Philadelphia）、及舊金山（San Francisco），這些地方辦公室分別負責所管轄數州之刑事案件偵查之實施及訴訟，其中一些地方辦公室也處理一些合併或非合併之民事案件。這些辦公室就像是位於華盛頓特區的訴訟部門一樣的運作方式，會和聯邦檢察官、州檢察官或各執法機關互相聯絡並合作。

   3、經濟分析團體（Economic Analysis Group）
：

經濟分析團體擁有三個部門，分別為經濟訴訟部門（Economic Litigation 

Section）、經濟管制部門（Economic Regulatory Section）及競爭政策部門

（Competition Policy Section）。事務會指派給部門內擔任經理人之經濟學

者，主要是因為他們的產業經驗及這些經理人會指導經濟分析團體內的職

員來從事分析工作。因此，在經濟分析團體之任一部門內，事務是由各部

門內之經理人來監督是很常見。再者，一般而言，由這三個經濟部門分析

與經濟相關之議題，包括有合併和收購之競爭面影響、貿易限制之競爭面

影響及反托拉斯局所從事努力提倡競爭之經濟等議題。為了提倡競爭，針

對國際事務之處理，經濟學家會和外國貿易部門之律師相互合作，近年來

最受矚目即協助外國政府草擬反托拉斯法、訓練反托拉斯官員及評估特殊

競爭議題。經濟分析團體內之經濟學家會被指派處理民事執行、管制程序

及競爭提倡之事務，並且在最初調查階段至最後作成決定階段全程參與，

經濟學家亦可能會在法院或執法機關擔任專家證人之角色。

二、初步調查與案件發展

（一）反托拉斯法案件來源 

　1、當反托拉斯局獲取以下控訴時就要開始展開調查程序
：

  （1）有個人或公司認為有個人或公司正在從事不法行為。

  （2）獲取根據1976年哈特—史考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案（Hart-Scott-Rodino Antitrust Improvement Act）中關於合併前通知之分析與衡量的法規所提出文件之分析與評估。

  （3）資訊或消息是透過媒體報導而引起反托拉斯局之注意。

  （4）來自於尋求赦免而擔任線民之個人或公司的資訊。

  （5）從其他政府部門或執法機關獲取的控訴或資訊。

  （6）來自於聯邦檢察官和州檢察總長的控訴及資訊。

  （7）反托拉斯局的律師和經濟學者對於特定產業狀況提供之分析意見。

  （8）觀察並監視私人間之反托拉斯訴訟案件後決定是否應該介入調查。

 2、當反托拉斯局接獲控訴時，接著要衡量是否展開調查程序：

    此時會依據各部門或地區辦公室之職掌而指派處理案件，部門或地區辦

公室內之律師、經濟學者或律師助理一旦接獲控訴案件時，要進一步向提出

控訴者或其他公共資源如出版品或聯邦政府等相關機構獲取更多資訊，除了

在特殊情形需要經過首長許可外，一般情況下，律師、經濟學者或律師助理

不可以與受控訴的公司或個人有所聯繫。主要基於以下三個理由：第一、因

為反托拉斯局在決定要繼續調查和全力投入所有資源進行案件調查之最後

決定之前，都還不算正式的調查程序。第二，反托拉斯局和聯邦貿易委員會

    必需批准彼此建議調查的方案，目的是為了確認彼此並未針對同一個違反反

    托拉斯法之行為進行調查，以避免加重雙方當事人之負擔或對於潛在性證人

    之多重訊問。第三，若先行聯繫，則可能會向受調查對象透露關於調查程序

    進行之程度及內容之消息
。

（二）初步調查程序

1 、調查程序之開啟

        一般而言，反托拉斯局在決定是否要展開刑事初步調查程序乃決定於三

個問題。第一，是否有刑事違反之主張或懷疑有充分理由需要展開刑事調查

程序，這是決定控訴與否之事項及基於部門內批准是否展開調查程序長官之

經驗判斷。第二，是否此案件具有重要性，在決定案件是否具有重要性取決

於個案之分析，例如：對於商業影響、對地區性或國際間的影響程度、若調

查或起訴有無嚇阻效力、共謀者間之可責性程度及是否有牽涉詐欺聯邦政府

等因素。再者，有什麼資源是進行調查和起訴所不可或缺的，對於具有極大

重要性的案件，反托拉斯局會全力以赴起訴該案件。第三，係由執行主任基

於以上標準，來審核並決定是否展開初步調查程序
。

        另一方面，案件承辦人員在建議進行刑事調查程序時，必須要提供該案件之背景、資訊來源、犯行、案件之重要性、建議之調查方式及過去調查情形等。又承辦人員也要提供關於該案之特別考量因素，例如法案在運用上有無限制、政府執法人員是否為案件潛在性被害人、該案可能產生之嚇阻影響、牽涉最後決定之法律面、事實面因素等。在某些案例中，承辦人員可能基於相當理由請求授權直接展開大陪審團（Grand Jury）之調查程序，此時，就會略過初步調查程序之授權，直接請求大陪審團調查之授權許可
。
2、調查計畫之安排與協助

       當初步調查獲得授權之後，案件承辦人員須評估調查之期限，以方便有效率的運用所有資源及獲取有用之文件與必要之證據。當取得授權展開初步調查程序後，承辦人員除了可以取得局內所有資源運用與人員協助外，也可以向其他政府單位或執法機關尋求協助，如要求各機關提供相關資訊等。除了略過初步調查程序，而直接向大陪審團請求調查之程序才是進入刑事案件之正式調查階段，在此初步調查階段，仍尚未正式決定是否為正式之刑事或民事調查之案件。

3、決定是否正式以民事或刑事案件繼續調查之標準：

       許多由反托拉斯局進行調查之案件本質上是民事案件，例如合併案件之調查。然而，在一些情況下，要繼續以刑事或民事案件進行調查，需要更進一步詳細的評估。一般而言，現行的反托拉斯局決定以刑事案件為調查方向和起訴該案件之考量因素，係基於是否有牽涉到全面性之非法協議，例如限定價格、串通投標、消費者與地區分配等情況。其他情形的反托拉斯法違反，基本上會以民事案件繼續調查下去。又在某些情形下，雖然行為本身可能違反刑事處罰法律之規定，然而案件運用刑事調查或起訴未必合適，而會先以民事案件繼續調查。例如案件具有與前案類似情形，但該前案所形成之見解尚未形成共識或尚不明確；或本案有法律或事實上爭議之新議題；或對於先前另案起訴之決定仍有合理懷疑；或有明確證據證明被調查對象對於其行為產生之後果並不知情等
。
      在初步調查階段，承辦人員最後要決定是否要繼續請求大陪審團調查或請求民事調查。在通常情形下，可疑犯行之本身就是決定以何種程序繼續調查之本質，因此，當犯行本身在先前通常由反托拉斯局以刑事案件提起公訴，這時調查程序就會以刑事案件進行調查，若欠缺明確證據，就不會提起公訴。不論行為是否違反民事或刑事之規定，案件承辦人員在作成決定前都必須與反托拉斯局執行主任討論，接著承辦人員若決定要請求大陪審團調查，則政府部門會面對應如何使用該等於大陪審團調查階段所獲得之特定證據使用上之限制。例如在Sells Engineering 和Baggot兩個民事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就表示限制政府使用先前刑事案件中曾由大陪審團調查獲得之證據
。

（三）初步調查結果之評估與終結
      案件之初步調查程序通常持續數週至數月，最後由承辦人員決定看要持續進行正式調查或結束調查。在作決定時，必須要和部門首長、地區辦公室之首長或經濟分析團體首長討論調查之結果。在大多數調查案件中，是否繼續進行調查之決定通常相當明確，然而在一些案件中，是否要繼續進行調查則需要仔細之分析與討論
。

三、大陪審團（Grand Jury）調查程序

      美國各州大多設有大陪審團為偵查機關
，傳統上，大陪審團在美國刑事司法程序中，在個人與政府之間扮演「矛與盾（the shield and sword）」的雙重角色，大陪審團除了可以檢視檢察官手中所持證據，當證據不充分或檢察官出現偏見時，藉由拒絕起訴來發揮其抵擋及監督功能，以保護個人免受政府之壓迫，當然亦可以作為偵查主體，利用調查權力發掘先前無法取得的證據，提供攻擊的功能，使得政府能夠爭取可能原本無法獲得之定罪
。

（一）請求大陪審團調查
      司法程序在美國各州有所不同，當反托拉斯局承辦人員不熟悉某州之司法程序時，應該要和反托拉斯局地區辦公室或各地聯邦檢察官諮詢，例如關於要在何地區辦公室啟動大陪審團調查程序前，必須先知會該地區辦公室之首長。再者，當承辦人員欲請求大陪審團調查時，要將案件之相關資料詳細提供給刑事執法部門主任，這些資料可能是獲取自初步調查程序或另案民事調查程序，但絕大多數是源自於自始提出控訴者所提供之相關資料，一般而言，提出大陪審團調查之請求必須具備以下資料
：

   1、確認案件所牽涉之公司、個人、企業和商品或服務。

   2、以年度為基礎估計交易的數量。

   3、確認受影響之地區及進行調查程序之司法管轄機關。

   4、描述違反刑罰規定之行為態樣，行為態樣亦包括非屬違反反托拉斯法之犯

行，並且摘要敘述支持犯行之證據。

   5、從反托拉斯執行之角度衡量犯行之重要程度。

   6、解釋案件中特殊的爭議問題或潛在性的困難。

   7、指出將被指派參與調查程序之檢察官。

   8、解釋展開調查之背景，包括資訊之取得來源。

   9、解釋建議調查計畫所採取之步驟。

  10、解釋是否先前有任何由反托拉斯部門調查之前案刑事調查紀錄存在。

         此外，當請求大陪審團調查經過部門主管許可後，會再由刑事執法部門主

 任向助理檢察總長提出建議，經由助理檢察總長許可後，會發授權通知給所有

 即將參與大陪審團調查程序之檢察官。大陪審團調查程序必須要由在當地的大  

 陪審團進行，通常是在犯行違反之發生地或受調查主體之居住地或營業所在

 地。當承辦人員決定在何處進行大陪審團調查程序時，要考量以下因素：A.

 地點和犯行之牽連關係、B.對於承辦人員及潛在性證人之便利性，以及提出和

 檢視資料之便利性。C.大陪審團時間之可利用性，包括大陪審團是專為反托拉

  斯案件處理或也處理其他刑事案件、大陪審團成員之任期。D.以大陪審團進行

  調查有無潛在性困難。E.可能導致將來起訴之司法管轄法院
。

在獲得請求大陪審團調查許可後，承辦人員必須決定看是否要重組新的大陪審團或由現存的大陪審團進行調查程序，並衡量大陪審團所餘任期是否足以完成整個調查程序。蓋調查程序往往曠日廢時，會有不同階段，因此最好可以組成一新的為期18個月的大陪審團，特別為反托拉斯案件之調查較為妥適
。如此一來，反托拉斯局可以掌控大陪審團時間的安排及做最有效之運作。在某些地方，法院不願意重新組一大陪審團，此時就必須和當地聯邦檢察官共用現存之大陪審團
。

大陪審團調查程序可能因為各地區有所不同，反托拉斯局承辦人員必須要遵循該地區之程序，每一個地區辦公室都會和其管轄區域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相互聯繫，當調查程序要在承辦人員比較不熟悉地區進行時，承辦人員必須和被指派之聯邦檢察官討論如何參與處理調查之案件及避免可能因為共享大陪審團之調查而發生庭期衝突之情況。因此，在決定開始進行大陪審團調查程序後，應立即告知當地之聯邦檢察官，反托拉斯局即將進行大陪審團之調查程序，聯邦檢察官通常會協助安排大陪審團之重組、庭期安排或其他各方面之協助
。

（二）大陪審團之調查方式
1、簽發提供相關文件之傳票（subpoenas duces tecum for documents）：

         進入大陪審團調查程序時，有時會簽發要求證人帶相關文件出庭作 

     證，證人不得拒絕，此時並無不自證己罪之適用。然而，該證人提出之相

     關文件牽涉到對自己不利，不得以因為遵守傳票上指示所提出之文件而指 

     控該證人本身。因此在要求大陪審團簽發此類攜帶相關文件到庭作證之傳

     票時，案件承辦人員必須要考量到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取得相關證據以及

     確實需要該人到庭作證之證詞重要性程度。一般而言，反托拉斯局案件承

     辦人員可以決定如何送達傳票，通常可以先代收傳票，然後交由FBI或其

     他執法機關代送傳票。但無論如何，都必須留意，證人出庭時間必須是大

     陪審團有出庭調查之時間。有時候案件承辦人員衡量過證人並無一定需要

     在大陪審團面前作證之前提下，承辦人員考量後也可以允許收受傳票者在

     開庭日前將相關證據資料直接提供給部門或地區辦公室。再者，若要在美

     國領土之外的國家取得證據，則有其他特別的考量，承辦人員必須要和反

     托拉斯局國外貿易部門諮詢取得證據之方式，包括有無使用傳票以外的替

     代方式，甚至有時還必須要先知會該外國政府
。

2、簽發要求親自到庭證述之傳票（subpoenas ad testificandum）：

       大陪審團在簽發給證人此類傳票時必須要在傳票上附註如下所述之證人

   相關權利及在大陪審團作證前會向證人確認之相關事項。

  （1）傳票上應註明之事項：大陪審團是在調查違反謝爾曼法反托拉斯聯邦刑事法律之犯行；證人可以拒絕回答有關可能會自證己罪之問題；所作的任何回答有可能被大陪審團使用不利於自己之證據或用在接下來其他刑事程序中；若有選任律師，大陪審團將會允許其先和律師在庭外討論案情。此外，傳票上也會註明有證人旅費及出庭費用，這部分通常是由部門或地區辦公室內之證人及被害人部門來處理。

  （2）在大陪審團調查時，也會向證人告知並確認以下事項：檢察官、大陪審團成員及法院書記官為何人；受詢問的本質內容（即調查之範圍）；證人的地位（即證人本身是否為受調查之對象）；證人有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所保護之不自證己罪之權利；證人所為之任何證述將有可能用來在對該證人本身之其他刑事程序中對該證人不利；證人應有合理機會和其自己之律師在庭外討論；大陪審團的調查程序原則上是秘密不公開的，除了在法律所規定的例外情形會公開，例如在接下來的審判程序，除了證人願意自己向他人透露以外，沒有人可以揭露在大陪審團調查程序中所發生之情形；若證人被赦免，證人必須要理解赦免令的效力，又假如證人為偽證之行為，其仍會被起訴偽證罪
。

3、簽發提供比對範本的傳票（subpoenas for exemplars）：

       大陪審團除了可以簽發提出文件或親自出庭作證之傳票外，還可以發要求個人提比對範本之傳票。常見之典型反托拉斯案例中，要求提供手寫文書之樣本以供比對確認書證之作者及真正
。
（三）搜索票（search warrant）

      反托拉斯局除了可以透過大陪審團簽發取得相關文件之傳票外，也可以向法院申請搜索票以搜索方式取得相關文件或證據。一般而言，搜索票是取得不利被告證據之有效方式，因為相較於簽發提供文件之傳票而言，使用搜索票搜索可以降低證據被滅失或隱匿之風險與機會。但若承辦人員認為持有文件者故意不將文件提供，而不是過失不提出，這時應該考慮使用搜索票，而不用給予第二次主動提出文件之機會。再者，向法院申請搜索票，在處理反托拉斯法案件上和一般刑事案件所要求之合理根據（probable cause）判斷並無不同。案件承辦人員必須先將搜索票申請書及相關資料交由部門或地區辦公室首長審核，接著將搜索票申請書提交至欲搜索地點之管轄法院，由法官核發搜索票，若搜索票核發下來後，即可執行搜索，在此申請過程中，有時需要執法機關如聯邦調查局（FBI）之協助與配合
。

四、完成調查與訴訟建議

（一）訴訟之準備

      當案件承辦人員依據證據之蒐集而逐漸建立起違反刑事或民事反托拉斯案件之雛形時，就必須開始去決定案件之類型並且建議調查結果之結論。

      如時間允許，在承辦人員作出正式的建議之前，應提供當事人律師有機會

去表達他們的觀點，目的在於充分評估所有潛在性被告之爭辯及接觸被告所可能提呈之證據。一般而言，由於決定起訴被告或進入訴訟與否之最後權利，掌握在反托拉斯局的最高首長，所以在通知當事人律師時前來表達意見前，不能先告知案件是否會起訴或建議起訴，僅能向其表示案件可能之行為本質，讓律師獲悉後於與承辦人員會面時，事先能有所準備及回應。通常，在正式決定是否起訴之前，那些有可能被起訴之當事人會有機會與更資深的反托拉斯局人員進行會議，有表達意見之機會
。
（二）採取刑事訴訟程序之建議

      若案件正由大陪審團調查，首先要確認的就是調查的對象。一般而言，在向大陪審團建議起訴與否前，會由反托拉斯局刑事訴訟部門內之副助理檢察總長向助理檢察總長提出最後建議的決定，通常在作出最後建議之決定前，會給辯護人表示意見的機會，只有極少數的特殊矚目案件，辯護人才會有機會向助理檢察總長會面並表示意見
。
1、起訴之建議

   在提出起訴建議時，須具備以下資料
：

（1）簡介：簡單且明確摘要所指控之犯罪行為（例如被告姓名、犯罪態樣、司

     法管轄區等）及預計何時向大陪審團提出起訴建議。

（2）調查背景：摘要敘述大陪審團調查的背景經過，包括何時開啟大陪審團之

     調查程序、調查對象所涉及之產品或服務之描述、在調查程序中對其他公

     司或個人處理之情形，及被告有無任何的認罪協議。

（3）建議起訴的被告：須描述何被告經建議起訴、被告犯行持續期間、其所任

     職的公司及其職位。

（4）犯行摘要：起訴書中要大致描述犯行經過，避免細節性地描述多餘的證據

     及背景，並儘可能以時間順序描述犯行。在反托拉斯案件中應將以下事項

     摘要列出：

A .謀議之形成及範圍：其中包括為何會導致反競爭謀議之產生、參與謀議

  的公司、謀議所涉及的商品或服務、謀議所涵蓋的地域範圍、影響商業之

  程度、反競爭協議之內容。

B .謀議之操作過程：其中包括參與謀議者交涉溝通謀議、參與謀議者企圖

從事謀議之程度及範圍、參與謀議者對謀議管理執行與監督所採取之步

驟、謀議者為維持此反競爭協議及其秘密性所採取之措施。

C .謀議存在之期間：包括謀議如何及何時終了。

D .個別被建議起訴被告在形成、許可及執行謀議中所扮演之角色。

（5）證據清單：需有條理將證明被建議起訴被告之犯罪證據一一列出，指出證

 明被告角色及參與犯行之存在，必要時將重要證人在大陪審團前之筆錄節

 錄為附件，且要盡力分析證據，而非僅僅指出證據而已。

（6）未被建議起訴的被告個人及公司：在起訴書中，要以另一獨立章節指出與

 本案有關係之公司或員工雖是本案調查之對象，但並未在此被建議起訴，

 此時要說明原因及理由，為何沒有被建議起訴。

（7）弱點及被告防禦：分析列出本案之弱點，例如證人的可信性問題、證據問

 題、證據在審理時被排除之可能性等，並且將本案被告可能防禦辯解之說

 法列出。

（8）被害人及被害人之協助：此部分要描述出誰受害、如何受害、受害程度及

 反托拉斯局如何去盡力保障被害人權利。

2、請求認罪協商之建議

    反托拉斯法案件在經過調查後，除了可能向大陪審團提出起訴建議外，也有可能與被告達成認罪協商。此時，反托拉斯局承辦人員和被告有可能做認罪協商 

時，也要向刑事部門副助理檢察總長報告，在建議認罪協商之報告中記載以下事項
：

（1）罪名之敘述。

（2）偵查背景之摘要：包括對任何其他偵查對象所作的處置。

（3）認罪之基礎事實：包括犯行之摘要、被告之角色和參與犯行之態樣。

（4）其他涉及相關法律規範內容：此部分包括：描述認罪協商之罪名內容、解釋在聯邦量刑準則之要求下如何去計算被告刑度、被告是否有提供合作以支持給予這樣刑度之理由、認罪協商中之任何特殊規定，任何是否有背離量刑準則之量刑規範。

（5）描述關於此被告可能遭起訴之潛在性罪名。

（6）描述相關被害人權利：包括：A.是否有或將會有機會和被害人諮詢有關認罪協商之看法；B.是否及如何通知被害人日後本案之終局結果；C.若本案認罪協商中並未賠償被害人損害，為何沒有賠償或是因為無法賠償？同時要評估被告是否有充足資源在繳交完刑事罰金後，仍可以滿足對於被害人之損害賠償？若被告已經給付被害人損害賠償或有達成將來對於被害人賠償之一定協議時，亦必須要一併注意。

肆、反托拉斯案件之認罪協商

一、認罪協商之意義與必要性

（一）認罪協商之意義

    美國刑事司法制度因認罪協商而有所轉變，傳統的刑事程序是由公平審判者透過當事人進行之程序審理案件後決定是否有罪，再由法官在立法者所規範之刑度內決定適當之刑度。然而實際上，刑事訴訟中大多數案件已由審理程序轉變至認罪協商，且許多案件係透過檢察官與辯護律師的非正式協議來決定罪名及刑度。美國檢察官廣泛運用認罪協商，三種最普遍常見，一是刑度的建議，二是對較輕的罪認罪，三是針對起訴或其他訴訟加以撤回。

    美國法之認罪協商，意指不經過審判程序，由檢察官與被告律師針對被告的一項或多項指控罪名進行協商而達成合意。不僅得為量刑協商（sentence bargaining），亦可為罪名協商（charge bargaining）。協商之進行可以在被告起訴之前，也可以在起訴之後進行。在認罪協商進行或達成協商合意之期間，法官並不參與討論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支持認罪協商之合憲性，且鼓勵實務進行認罪協商，在所有美國刑事案件中，約有90％比例是透過認罪協商之處理而終結
。

（二）認罪協商之必要性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下級法院進行認罪協商的操作是必要且適當的
。從歷史經驗來看，減少檢察官巨大案件量之壓力及負擔，乃為認罪協商主要原因之一
。美國紐約上訴法院並在People v. Selikof案件中闡明：「許多案件是透過協議程序來懲罰犯罪者，協商認罪在美國至少從1804年起開始存在，透過認罪而定罪者不論是在設置較少法院的郊區或有較多法院的市區比例都相當高，歷史經驗顯示，認罪協商不僅僅或主要由於案件太多所導致。然而，這不是說認罪協商對於法院紓解案件不重要，事實上是相當重要的，在經費短缺的市區刑事法院，認罪協商不至於使法院及地方拘留設施等執法機關崩潰。認罪協商還有其他功能，它可以從審判程序中不可預測的風險及不確定性中紓解起訴的案件及被告，促成認罪的協商程序可以縮短司法程序並且必要時延長涉及起訴、審判、量刑之程序，例如爭取時間提供對於被告有利之量刑參考。此外，認罪協商最重要的就是提供終結訴訟的功能，它使法院判以個別化的量刑，這是在犯罪理論上可以接受的，避免法院給予強制又嚴酷的處罰，畢竟沒有兩個被告會是一樣，縱使所犯罪名是相同的，當被告被起訴時，協商程序提供降低許多未知數之功能。」
。

二、認罪協商之規定與政策

    與大多數刑事案件一樣，反托拉斯法刑事案件大多透過和政府的認罪協商而

  終結，認罪協商之決定也是類似，在謹慎評估案件之證據後而作出是否要認罪

  協商之決定。

（1） 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4章提訊與審判之準備（IV. arraignment and preparation for trial）第11條（rule 11）為認罪協商之規定，其規範認罪之種類、開始及接受認罪之程序。一般而言，刑事訴訟被起訴的被告有權可以請求不認罪（not guilty）、認罪（guilty）或做不辯護也不認罪的答辯（nolo contendere）
。如為認罪，在法院及政府的同意下，被告可請求附條件的認罪（conditional plea），或者請求法院核准其所為之不辯護也不認罪答辯
。

    此外，檢察官與被告亦得為兩種量刑協商，一為對法院無拘束力的量刑建議（nonbinding sentence recommendation），另一則為對法院有拘束力的量刑協議（binding sentence agreement）
。大多數的外國被告因為有拘束力的量刑協議有較高的確定性及界限，故多選擇此種方式，且反托拉斯局與外國公司被告或個人間的認罪協商亦大部分採取此種量刑協議
。

    而在法院是否接受認罪之前，法院除了必須在公開法庭告知被告擁有固定的權利，例如有權不認罪、有權請律師、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對質詰問權、最高可能刑度、如法院接受認罪協商就須放棄接受審判的權利等，以實際檢視其瞭解程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應確認被告所為之協商請求係出於自願
。

（2） 聯邦量刑準則（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自1980年代以來，聯邦量刑準則在美國一般量刑與認罪協商實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儘管量刑準則在Booker案
中被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只具有建議性質，不具有強制性，法院於量刑時不受拘束，但因該準則具有建議參考性質，故法院在量刑時仍然必須要參考量刑準則之刑度規範，惟可以因具體個案調整刑度。依據該案的要旨，司法部指示檢察官持續督促法院在量刑時可以依照量刑準則，也因此量刑準則雖是建議性質，但檢察官仍繼續在與被告認罪協商時及建議某特定刑度時所使用
。而在反托拉斯案件中，檢察官係依據量刑準則衡量被告的刑度範圍，主要就是以被告影響商業之程度及被告與反托拉斯執法人員合作之程度來決定
。

    依量刑準則第6B1.2規定，在協商內容中包括有撤回起訴及不再繼續依可能的罪名指控（Rule 11(c)(1)(A)）的約定，假如法院有理由認為對於被告其餘的指控已充分的反映在其實際犯行之嚴重性，且接受協商並不會減弱量刑準則或法定量刑之目的，法院是可以接受該協商
。又協商內容為不具拘束力的量刑建議（Rule 11(c)(1)(B)），如建議的刑度是在量刑準則的範圍內，或刑度雖然在範圍外但有正當理由，且該正當理由已被具體表明在合理的陳述，法院亦可接受該協商
。另協商內容為具拘束力的具體刑度（Rule 11(c)(1)(C)），如同意的刑度是在量刑準則的範圍內，或雖然在範圍外但有正當理由，且該正當理由已被具體表明在合理的陳述，法院亦可接受該協商
。

    再者，量刑準則第6B1.4條規定，認罪協商之當事人亦得以書面將量刑相關的事實載明，除了一方當事人有權利不公開某些特定資訊外，須載明實際的犯罪行為與犯罪特徵有關之事實與情況，不包含誤導事實，且表明有意義的具體理由為何協商所定的量刑範圍是適當的。這樣的書面約定可以確保檢察官與辯護律師沒有誤解任何事實，將有助於作為量刑之參考
。

（三）反托拉斯局認罪協商之政策

    依美國司法部所制訂的聯邦起訴原則（Principles of Federal Prosecution），檢察官在決定是否為協商之請求，須衡量下列所有相關之因素
：
1、被告有無配合調查或起訴其他人之合作意願。

2、被告之前科。

3、被指控罪行之性質和嚴重性。

4、被告的反省或懺悔，及為自己行為承擔責任之意願。

5、案件為迅速及特定處置之可能性。

6、被告在審判中獲得定罪的可能性。

7、對證人之可能影響。

8、被告被定罪後之可能量刑或其他結果。

9、比較案件透過審判或透過認罪協商之公共利益之比較。

10、審判與上訴的費用。

11、避免延誤其他未決案件之處置。

12、對於受害人受補償權利之影響。

    上開規定旨在協助檢察官判斷在特定案件中某些協商約定是否適當，並非被告之任何權利
。

    反托拉斯局的檢察官不論是在起訴前或起訴後均得參與認罪協商，惟該協商必須得到助理檢察總長（AAG）的核准。大多數的協商交涉係在起訴之前，隨著調查程序之進展，獲得有利協商之機會會逐漸變小。被告配合反托拉斯局在調查、起訴與接受責任方面之合作，乃是主要影響被告從審判定罪中獲取較有利刑度的核心。又反托拉斯局檢察官重視早期的合作，在調查階段愈早合作將有機會可以獲得赦免。且此種機會是有限的，每個調查程序只有一家公司可以獲得赦免的機會
。

三、認罪協商之運作程序

（一）首次會談

    一般而言，一開始有關認罪協商討論是落在被告之辯護律師身上，然而，在某些情況檢察官會主動表達協商之意願，特別是在檢察官必須要強化案件時且尚未有人申請適用寬恕政策之際
。

    通常參與協商討論典型上都是由反托拉斯局的承辦人員來處理，第一次會談可能只是關於未來諮詢意見的界限和原則交換意見，雙方都需要公開表示哪些可以協商及哪些不行協商，是否要做成具有拘束力或無拘束力的協議或建議，這也會取決於將受理訴訟的法院是否會接受該認罪協商
。

在首次會面討論之前，無論是檢察官或辯護律師都應該要謹慎研究量刑準則並評估各種可能之量刑和罰金，此乃為被告的最佳利益考量。事前準備工作應包括會導致量刑標準計算之特定事實及因素，例如：(1)涉嫌托拉斯犯行之謀議地域性範圍、被影響的產品、共謀的時間長短及影響商業的程度；(2)被告所扮演之角色；(3)是否有串通投標的行為；(4)提供關於其他人被調查或起訴實質幫助的能力；(5)被告其他相關行為；(6)被告有無妨礙司法的行為；(7)被告支付罰金的能力；(8)被告接受法律責任與否；(9)被告公司的大小與參與犯行的高級階層人員；(10)被告的前科紀錄
。

（2） 實質幫助之合作

    絕大多數的反托拉斯案件的認罪協商中包含有合作條款，檢察官通常會尋求調查中的協助，例如：(1)其他參與者身份的提供、參與的時間與地區範圍；(2)強化現存已知的證據以鞏固未來的起訴；(3)揭開其他政府尚未知悉或調查的犯行
。

    典型而言，檢察官會要求被告提供他所認知及參與違反反托拉斯法之犯行之相關資訊，同時檢察官也會評估被告是否誠實及評估進行將來調查所需之潛在性資訊的價值，檢察官通常會以書面為之，此文件通常會寫是基於被告之誠實表達而提供的認罪協商，雖然被告在此面談程序中之言論並不能直接作為對他自己不利的證據，但當認罪協商未達成時，檢察官可以從此協議書面的內容當成線索作為其他人不利之證據，也可以間接使用，用以彈劾被告本身，或起訴被告提供不實的資訊、偽證或妨礙司法
。
若認罪協商發生在違反反托拉斯法犯行之調查早期，所提供資訊的價值會產生雙倍效益，例如由檢察官向法院提出因被告提供實質幫助而請求量處量刑準則以下之刑度，即所謂提供實質幫助背離量刑準則之請求（substantial assistance departure motions）及限制被告被要求答辯的犯罪範圍之可能性。當被告提供關於其他人犯罪資訊時而為不利於己之供述，在認罪協議之下，將不能用來指控被告本身，且在量刑準則1B1.8規定
之下，此不利於己之供述亦不可以用來決定被告的量刑範圍
。

在檢察官同意向法院提出背離量刑準則量刑之請求時，在被告為法人時，通常會建議減輕罰金，主要是基於公司財務負擔之考量。即使檢察官提出此種背離量刑之請求，法院仍然可以自由決定量刑範圍。

    大致而言，對大多數偵辦反托拉斯案件之檢察官，非常樂於獲取被告提供實質幫助的資訊，對於辯護律師而言，在被告可能獲得低於量刑範圍之刑度時也是樂觀其成，這對雙方都有好處，享有共同利益。即使如此，通常在認罪協商過程中，檢察官並不會受到被告提出量刑請求之一定拘束，因為在實務操作上，都會在書面上載明，檢察官具有決定權限判斷被告是否有達成資訊提供之實質幫助。

（三）附加赦免計畫（Amnesty Plus Program）與加重處罰策略（Penalty Plus Policy）

反托拉斯局為進一步強化「窩裡反」之誘因，另設有「附加赦免計畫」、「加重處罰策略」為配套措施。所謂「附加赦免計畫」，指當事人於本案認罪協商過程中，提供另案的非法資訊予反托拉斯局，並因此於另案中獲得刑責的免除時，則其於本案中的罰金亦可獲得減免。又所謂「加重處罰策略」，指當事人若於知悉另案後，選擇不適用附加赦免計畫，反托拉斯局事後得知另案之非法情節並成功起訴該當事人後，反托拉斯局得要求法院加重該當事人之量刑處罰
。

實務操作上，反托拉斯局的檢察官會訊問證人或被告一廣泛性問題，是否知悉其他任何或本身企業有非法犯行，若受訊問者不將資訊提供給政府，則要擔負著可能會有其他人提供資訊給政府之風險，而日後其會被起訴這些犯行。若決定將非法犯行提供給政府，此時可以在附加赦免計畫下獲得最佳利益，被告可能在其遭檢察官偵查的案件中獲得檢察官向法院提出低於量刑標準之請求，並且可以在其所提供其他產品領域之違反反托拉斯法犯行中獲得赦免。假如在被告本身的案件中並無提供充足資訊來獲得實質低於量刑標準之請求，此時提供其他產品有違反反托拉斯法犯行共同謀議之資訊，亦將會有助於其本案中獲取檢察官提出低於量刑標準之請求
。

相反地，加重處罰政策，是指倘被告涉有本案以外在其他產品領域有違反反托拉斯法之犯行，若被告選擇不告知該犯行，該犯行如日後被發現，則檢察官會向量刑法院提出此點以作為量刑加重之事實，而提出背離量刑標準向上加重量刑之請求。因此若被告是自然人，事前有無告知違反反托拉斯法之其他犯行，將會影響其刑期長短及在前開附加赦免計畫下獲取無任何徒刑之區別，對法人公司而言，則會有加重罰金及獲得無須繳納任何罰金之重大區別
。

（四）其他可能議題

    反托拉斯刑事案件的認罪協商，並不會使被告的民事責任及行政責任受到限制，其他政府部門仍可能對於被告提出行政制裁，因此被告可以在認罪協商前，嘗試聯繫相關的行政機關，特別在反托拉斯案件偵查的早期階段，被告可以有更多空間談條件，例如是否撤照等等
。

四、公司與個人之協商議題

（一）剝離政策（Carve-Out Policy）

在被告為公司之認罪協商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是有責任執行者之處置。由於反托拉斯局通常會設法起訴公司的執行人員並使其入獄服刑，透過反托拉斯局的剝離政策，將使不符合赦免要件之公司執行人員被起訴及判刑
。

在被告為公司之認罪協商早期階段，反托拉斯局會列出一些公司的執行人員為剝離者（carve-outs），與不被起訴的員工互相區隔。這些有可能日後被起訴並判刑的潛在性被告，可能是反托拉斯局仍在蒐集調查證據中之受調查對象，或是已經表明拒絕合作之被告。一般來說，反托拉斯局調查人員都會提供個人與政府合作之機會，使其供出更高階層的公司執行人員。此乃取決於他們合作的意願、責任程度、擔任公司的職位，某些受調查者可能可以獲取赦免或更好的協商待遇
。

（二）加速量刑程序（expedited sentencing）

針對外國公司而言，通常會希望加速量刑程序。一般而言，反托拉斯局將會同意或不表示反對這樣具有拘束力的認罪協商條款約定，且會將初次傳訊程序、認罪及量刑程序合併為一個程序，以加速整個訴訟流程。然而，反托拉斯局也會堅持附加條款，若法院並未執行該項約定，並不會導致認罪協商之無效。然而，在實際操作上，認罪協商過程中，若被告為國內公司及個人，反托拉斯局則偏好拖延量刑程序以確保該被告日後持續之合作
。

（三）降低民事被訴的範圍

由於克萊頓法案條文
中有提供政府所獲得反托拉斯案件起訴之民事或刑事判決，可以當成原告日後請求3倍賠償之民事訴訟中之證據，此條文適用於公司被告或自然人被告。實務操作上，遭被害人提起民事賠償之對象，公司被告多於自然人被告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被告在認罪協商時所告知的非法犯行之內容及範圍，將為日後民事訴訟中請求3倍損害賠償之依據，因此，倘被告在認罪協商中若可以限縮其犯行之時間、涉及產品或謀議之地域性，日後起訴之原告在民事訴訟案件中將必須證明超出此範圍之非法犯行。故檢察官在與被告為認罪協商時，必須要留意其所認罪之犯行範圍，將可能影響到日後民事訴訟之其他被害人權益。

（四）被告之服刑與入境許可

由於反托拉斯局認為使被告入監服刑是嚇阻違反反托拉斯犯行之最有效方法，因為入監服刑會使此類白領犯罪者受有社會污名，同時給予企業經營者鉅

額罰金，以徹底杜絕此類犯罪。假如被告為外國人時，反托拉斯局在某些案件

中會尋求協助將受起訴的外國被告引渡到美國，因此，當外國人被起訴時，會立刻將他們列管查詢是否有入境美國，當他們一入境美國領土時，就會被逮捕、拘留及審判。此外，這些被告也會被列在國際刑事警察組織（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之紅色通知單（red notice）上，多數參與國際刑事警察組織之國家中會將此紅色通知單視為引渡的請求。因此，被起訴之外國被告不僅僅承受至美國領土會被逮捕之風險，包括入境參與國際刑警組織中的其他國家，也會有受到逮捕之危險
。

除了刑期為被告主要考量之範圍外，入監服刑之矯正機關亦為重要的考量因素。許多反托拉斯案件之被告可以在聯邦低刑度監獄（federal minimum security camp）服刑，因為此等監獄比起關重罪犯之高刑度監獄（maximum security）較少有暴力行為出現。通常檢察官也會同意被告這樣的請求，在法院判刑之後就會通知監獄局（Bureau of Prisons），監獄局就會指定被告至該監獄服刑。當然在認罪協商時，反托拉斯局也會註明附加條款，註明若法院並未將被告送至聯邦低刑度監獄，並不會影響認罪協商結果
。

外國被告在認罪後，可能會想要或需要持續入境美國。依據1996年反托拉斯局與移民歸化服務部門（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共同簽署的備忘錄，該部門可以在被告達成認罪協商之前就預先給予願意合作的外國被告取得入境身分。因此，願意合作的外國被告可以在認罪協商中獲得美國國土安全部與美國簽證辦公室同意核發之非移民簽證，被告於認罪及定罪後，將不會被阻止獲取此種非移民簽證而入境美國
。至於不被公司認罪協商中所保護的其他有罪的外國被告，被起訴後可能會藉由不入境美國來避免審判及入獄，但他們會受到旅行之限制，而無法入境美國。
五、認罪協商之履行

雖然美國聯邦刑事訴訟規則第11條並未要求認罪協商應以書面為之，但實務上作法，反托拉斯局都會將與被告之認罪協商付諸於文字，並由政府、被告及其辯護律師共同簽名
。特別對檢察官而言，重要的是要確保所有協商條件都包括在書面文件中，傳統的作法亦會將被告的認罪協商係出於自由意願，並無受到任何壓力、脅迫等等予以載明
。再者，在完成認罪協商書面提出到法院之後，為確保法院可以判斷被告之認罪協商是完全出於自己意願，且在正常情形下自願放棄訴訟上的權利，充分的揭露所有認罪協商之約定也是格外重要。

    檢察官於協商中對被告承諾所提出之誘因條件，應該被實現。一般而言，法院雖然視認罪協商本質上為契約之一種，應受到契約法之規範，然而，法院更進一步認定認罪協商並非契約法上之一般契約，而是應該受到憲法上公平原則及聯邦法規的支配。相較於被告或商業合約之當事人，政府對於協商條件之模稜兩可或不精確，自負有更高程度的責任，而法院亦會要求雙方當事人去履行認罪協商所約定之內容。至於協商中何者會構成承諾或約定將取決於特殊的事實，如有爭執將以客觀的標準解決。假使法院認定代表政府的檢方違反認罪協商之規定，被告將有撤回認罪請求等適當的救濟機會，法院亦可斟酌情況賦予被告其他救濟的權利
。

伍、寬嚴相濟策略

    美國反托拉斯局在近20年間透過寬恕政策（leniency policy）與嚴厲制裁的方式，已建立並執行一項「寬嚴相濟（the carrot and stick）」策略，利用所有可能的調查管道，對於違反反托拉斯法之行為人創造可能被起訴及監禁之顯著風險與恐懼，並自1990年中期起揭發及起訴了許多的國際卡特爾（cartels）案件，已成功的將國內外違法公司的負責人定罪入監服刑以及獲得鉅額的公司罰金，成效斐然
。

1、 寬恕政策（leniency policy）

    由於限定價格、串通投標、限制產量、劃分市場等惡性卡特爾（hard core cartels），導致相關市場供給減少、價格異常上漲之結果，不僅損害消費者權益，且形成社會資源浪費及市場經濟之非效率性，因此，該等卡特爾行為被視為最重大的反競爭行為。而該如何有效抑制此類違法行為，已成為競爭法國際組織宣示之重要競爭課題。競爭法國際組織認為加重對於卡特爾行為之制裁處罰，同時實施寬恕政策，兩者相輔相成，乃屬抑制違法卡特爾行為之有效措施
。

所謂「寬恕政策」，又稱「窩裡反條款」，指執法機關在尚未察覺或充分掌握違法事證之前，對於提供違反反托拉斯法犯行之違法事證並協助調查之涉案成員，給予免除或減輕處罰之優惠
。由於此類犯行本質上具有私密性，難以察覺，寬恕政策正好提供執法者一項調查工具去揭發可能的犯罪。

    反托拉斯局對公司及個人陸續制定有「公司寬恕政策」、「個人寬恕政策」之具體規定。關於公司寬恕政策的原始版本早於1978年即已制訂，然當時成效不彰，反托拉斯局每年約僅收到一位寬恕政策的申請者。迄於1993年8月，反托拉斯局大幅重新修訂公司寬恕政策，使得其具有吸引力，讓公司能更容易適用寬恕政策並與反托拉斯局合作，也因此讓申請寬恕政策的比率成長了近20倍，使得寬恕政策成為反托拉斯局最有效的調查工具
。

（一）公司寬恕政策（corporate leniency policy）

    雖然「寬恕（leniency）」指對於報告違法活動之公司，將不會因該活動而遭到刑事起訴或指控，惟仍尚需符合下列六項要件：

1、 在該公司前來報告有非法反托拉斯法活動發生之時，反托拉斯局尚未從其他

任何管道接收到有關該非法活動之資訊。

2、 該公司在揭發該非法活動之時點，採取立即有效的行動以終止其所參與部分

之活動。

3、 該公司在調查過程必須自始至終坦白全盤供出不法行為，且提供充分、持續、

全面的合作。

4、該供述所涉及之不法行為係真正出於該公司的行為，而不是獨立的個別管理

者或公司高層單獨的行為。

5、在可能的情形下，該公司須賠償給受害的當事人。

6、該公司並沒有強迫另一方參加非法活動，且顯然不是該活動的領導者或始作

恿者。

假使不符合上開要件，無論該公司報告非法活動是在調查開始之前或之後，

只要符合下列七項要求的話，仍會獲得寬恕：

1、該公司是有關被報導的非法活動中，第一個挺身而出且符合寬恕資格。

2、在該公司挺身而出時，反托拉斯局對該公司尚未有可能足以支撐定罪的不利

證據。

3、該公司在揭發該非法活動之時點，採取立即有效的行動以終止其所參與部分

之活動。

4、該公司坦白全盤供出不法行為，且提供充分、持續、全面的合作，有助於反

托拉斯局在調查方面的進展。

5、該供述所涉及之不法行為係真正出於該公司的行為，而不是獨立的個別管理

者或公司高層的行為。

6、在可能的情形下，該公司須賠償給受害人。

7、反托拉斯局作決定時，須考量給予寬恕處理不會造成對其他公司的不公平，

並考慮該非法活動的本質、挺身而出的公司所扮演角色，以及何時該公司提

出申請。

   上開七項條件中，主要考慮的因素將是該公司在多久之前就能提出寬恕政策之申請，及該公司是否強迫另一方參與非法活動，或顯然是該非法活動的領導者或始作恿者。如果在反托拉斯局開始介入非法活動調查之前，該公司即挺身而出，滿足上開條件負擔的要求較低，如果反托拉斯局已開始調查非法活動，愈接近握有足以認定有罪之不利證據，則滿足上開條件之負擔即會增加。

    又依據「first-in-the-door」的要求下，只有首位向反托拉斯局報告非法活動之公司，才能對其授予寬恕政策，這在處理個別申請寬恕政策而時間非常接近的公司刑事責任上，會產生極大的差異。因此，才會有強烈的誘因去吸引公司提早作出寬恕政策的申請
。

（二）個人寬恕政策（leniency policy for individuals）

    於1994年8月，反托拉斯局另針對未與公司一起出面認罪的個人，發布了適用於個人的寬恕政策。在刑事調查開始之前，需符合下列三項要件：

1、 在個人報告非法活動之時點，反托拉斯局尚未從任何其他來源接收到有關該

非法活動的訊息。

2、 個人在調查過程必須自始至終坦白全盤供出不法行為，且提供充分、持續、

全面的合作。

3、 個人沒有強迫其他人參與非法活動，且顯然不是該活動的領導者或發起人。

    如申請人之個人不符合上列寬恕政策的要件的話，仍有可能考慮給予法定或非正式的刑事豁免，然此豁免的決定，乃取決於反托拉斯局視個案情況來行使其檢控權利。又如果公司試圖爭取寬恕政策資格而挺身而出的話，任何與該公司一起出面認罪的董事、高級職員或雇員，將依照公司寬恕政策的規定來處理。

二、嚴厲制裁

    毫無疑問，寬恕政策的實施已成為打擊違反反托拉斯法犯行最有效的調查工具。一個成功有效的寬恕政策不僅可以偵查到此類犯罪活動，亦可有效防止其發生。而寬恕政策能否成功，主要有三個重要的關鍵。首先，反托拉斯法必須提供嚴厲的制裁，去威脅那些參與惡性卡特爾活動的人。其次，犯罪組織如果在從事卡特爾之非法活動，必須感受到反托拉斯局偵查的重大風險。最後，反托拉斯當局在整個反卡特爾之執法程序，必須盡最大可能提供透明度，以致於讓有意合作的當事人可以高度確定預測他們合作後所受的待遇
。

    這三大關鍵中，自以對違法者施以嚴厲制裁手段的威脅最為重要。蓋假使對於卡特爾的行為人所可能所施加的懲罰，不能重於其行為所可能獲取潛在利益的話，那麼所課予的罰金將只會變成行為人經營商業活動的成本，根本無從獲得應有的效果。因此，美國反托拉斯局始終強調對於行為人個人刑責及對公司處以嚴厲罰金的重要性，以誘使寬恕政策之申請及有效制止卡特爾行為
。

    因此，美國在過去30年以來對卡特爾行為所施加之刑事裁罰呈現大幅增加的傾向。增加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提高此類犯罪行為之處罰上限
，反托拉斯局重新分配資源集中在大型貿易的國際反托拉斯案件上，以及法官已認識到違反反托拉斯法犯行之嚴重性
。

三、成功的認罪協商案例—維他命卡特爾案（vitamin cartel）

    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於1999年5月20日發布新聞稿指出：瑞士製藥商羅氏公司（Roche）因領導一個國際性的拉抬和維持維他命之價格，並分配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出售維他命市場銷量之卡特爾行為，同意認罪，並願支付當時創紀錄的5億美元的刑事罰金；另一家德國公司，巴斯夫公司（BASF），也願就其所參與的反壟斷行為認罪，並支付2億2千5百萬美元的罰金
。

    早自1990年1月開始一直持續到1999年2月，被告DR. KUNO SOMMER（瑞士公民）為其企業雇主羅氏公司（Roche），與共謀者參與了一項結合與陰謀，藉由與共謀者間合作去限定維他命之價格與分配銷售量之方式在美國及世界各地出售，制止與消除彼此間維他命銷售之競爭，並分配客戶維生素預混劑在美國出售，行為持續期間至少自1991年1月起直到1997年12月。被告DR. KUNO SOMMER和共謀者在所從事的結合與陰謀對於州際間與外國間的商業貿易產生不合理的限制，已違反謝爾曼法第1條（Section 1 of the Sherman Act “15 U.S.C. § 1”）之規定
。

    這個案例的認罪協商，被視為反托拉斯局起訴國際性卡特爾之分水嶺，其重要性不僅是當時創紀錄的罰金，更是首次外國公司的經理人（即DR. KUNO SOMMER）願意為自己所參與犯行在美國的監獄服刑。由於在這案子之前，參與國際性卡特爾的外國被告認罪的話，反托拉斯局並不會以入監處分作為交換條件
，當時為確保持有重要的外國證人及關鍵文件，以不坐牢當作交易條件對反托拉斯局是必要的手段
。直到1999年，反托拉斯局在強化調查工具及增加國際合作之後，對於成功的調查及起訴外國公司違反反托拉斯法犯行之能力已有顯著的進步，因此，不坐牢交易的情形已成過去，反托拉斯局目前實務上對所有國內外被告個人均堅持施以入監處分，並不同意不坐牢的協商
。

陸、建立我國有效打擊托拉斯犯行機制之芻議—代結論

一、培養反托拉斯法之專業執法人員

從美國聯邦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之組織架構觀之，足見其分工之細緻，各司其職，又反托拉斯案件往往與經濟學層面息息相關，許多部門內經濟學者專家亦為反托拉斯部門之重要支柱，由上至下之層層監督與各分部門間之互相分工合作，使反托拉斯局在處理不論刑事或民事案件時能發揮最大之功效。又關於違反反托拉斯法案件之刑事調查程序，反托拉斯局制定了一套清晰有力的標準，可能經歷內部的初步調查、大陪審團調查等程序，而調查之開啟，除了須詳細評估外，亦有一定標準可供遵循，調查過程中不僅著重團隊之分工、合作與溝通，完成調查程序後，承辦人員必須決定案件之類型，且依調查結果提出起訴或認罪協商之建議，並在作出正式的建議之前，提供當事人辯護律師有表達意見之機會。其承辦反托拉斯案件之專業性與團隊合作，令人印象深刻，實有值得我國效法之處。

由於此類托拉斯犯行常具有隱蔽性與國際性，證據之調查及取得有其困難度，因此，承辦反托拉斯法刑事案件之人員，更必須具有專業性，且應著重團體合作，否則，可能無法掌握關鍵證據而難以成案，又相關單位之合作、行政機關人力資源之投入與其專注執行，實為成功將反托拉斯刑事案件被告定罪之關鍵。而防治托拉斯犯罪是長期作戰，除了應具有一定法制及策略外，如何培養專精之反托拉斯案件承辦人員，至為重要。

尤其是，有別於美國司法部係在其轄下設立一獨立的反托拉斯局，我國反托拉斯之執法機關為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對於刑事案件並無如檢察機關所擁有強大的偵查權限。且在目前偵辦違反公平交易法案件之處理上，係採取「先行政後司法」原則
，第一線承辦反托拉斯案件之公平會人員，倘其不瞭解或不熟悉反托拉斯刑事案件之處理，欠缺刑事調查技巧或經驗，在面臨取證困難之情形下，可能會喪失掌握案件定罪證據之先機，而陷入「先行政無司法」之窘境，自難以遏阻托拉斯違法行為之發生。

為解決上開問題，短期可行之道，應可仿效由法務部固定派遣檢察官長期駐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方式，派檢察官進駐公平會，以協助該會反托拉斯刑事案件之處理，並有利於日後的刑事起訴或認罪協商。

二、寬恕政策之落實與適用

由於卡特爾行為係以契約、結合或共謀等行為，限制事業間之正常貿易或商業活動，而參與此類犯行之公司通常較中央主管機關擁有更多之產業資料與市場資訊，較有能力隱藏或虛報資料，使得在獲得聯合行為之合意證據益顯困難。除了直接證據之外，雖然間接證據亦得使用，然聯合行為之間接證據如同直接證據一樣，不易取得
。為解決難以蒐證之困擾，我國仿效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之寬恕政策，並依證人保護法第14條之意旨，已於2011年增訂第35條之1寬恕條款之規定，明定在中央主管機關知悉或進行調查之前，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提出書面檢舉或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或於調查期間，就其所參與之聯合行為，陳述具體違法，並檢附事證及協助調查者，得免除或減輕罰鍰處分。

雖然我國已有類似美國寬恕政策之規定，然由於我國採取先行政後司法的原則，對於違反聯合行為之人並非直接採取刑事追訴手段，該規定對於非法行為人，可能已欠缺刑事責任減免之誘因，且該項規定僅減輕罰鍰處分，並無徒刑之適用，究竟是否確能發揮如美國寬恕政策之功效，已令人存疑？況且，如前所提及，在美國寬嚴相濟之策略下，除給予寬恕之誘因外，最重要的是對違法者施以嚴厲制裁手段的威脅，避免發生所課予之罰金僅成為違法者經營商業活動之成本，將無法收嚇阻之效。

在我國公平交易法所採行的先行政後司法的處罰體制下，從事違法活動之行為人將因為第一道之處罰係行政罰，相較於刑罰之處罰較不嚴厲，行為人可能會冒著僥倖的心態繼續從事違法之犯行，即使有其他人出面檢舉，也不會立刻遭受刑罰之制裁。因此，從另一角度觀之，我國寬恕政策適用在行政制裁之層面上，將大大減少其應所發揮之功效

是以，倘我國之寬恕政策能直接適用在刑事責任之減免上，將會賦予非法行為人合理誘因，鼓勵其勇於出面檢舉，適時減輕或免除行為人之刑責，此為美國實施寬恕政策以杜絕托拉斯犯行之最有利方法，因此，如何使寬恕政策發揮應有之功效，除了施以嚴厲刑罰制裁之外，在執法程序上，可以學習美國實務上的運作，將寬恕條款適用於刑事責任之減免上，並保持適當的透明度，讓有意出面檢舉的當事人可以輕易預測日後所可能受的待遇，增加其申請寬恕政策之誘因。

三、寬嚴相濟之立法與嚴格執法

競爭不足自然足以扭曲市場經濟，對於惡性之卡特爾予以嚴厲刑責或重罰，乃現今主要先進國家之潮流。如前所述，美國對於國際性的惡性卡特爾犯罪，無論是公司或個人均課以極高的罰金及刑責，具有強烈的嚇阻犯罪效用。相對的，實施寬恕政策，讓第一個向反托拉斯局坦認犯行的犯罪成員，可以完全免除罰責，而堅不認罪之成員則將面臨嚴重的刑事懲罰，利用犯罪成員彼此間的猜忌，誘使被告搶先認罪以換取日後的免責，自然可以增加成立認罪協商之機會。因此，從美國反托拉斯執法之實務經驗來看，寬嚴相濟之立法與執法，無疑才能成功打擊此類托拉斯犯行。

我國公平交易法就危害重大之惡性聯合行為，雖針對行為人及公司均設有處罰規定
，惟無論罰金與刑期均較美國法規定為輕
，又須遵守「先行政後司法」之規範，從而不僅無法達到遏止不法之目的，且可能造成激勵違法行為發生之反效果，因此為達有效遏阻惡性聯合行為，不應一概以同樣方式來處理
。是以就惡性重大之聯合行為
，直接採取刑事司法的手段對行為之公司或個人處以嚴厲的制裁，應有必要，如此始能確實達到遏止非法行為之目的。當然，亦必須配合寬恕政策的有效運用，才更有成功的可能性。

在嚴格執法方面，美國以往實務操作上，某些提供即時合作的外國公司執行人員，因為擁有地域的優越性，通常可以獲得赦免或在認罪協商中獲得不用入獄服刑的待遇。然而現在，反托拉斯局認為除了符合赦免的被告外，不論本國或外國公司之執行者，均起訴並使渠等判刑入獄，才是嚇阻托拉斯犯行有效之道
。因此，對於反托拉斯重大違法行為之制裁，自應對行為人堅持必要的嚴厲入獄手段，以有效抑制個人參與聯合行為，藉以阻卻聯合行為之產生，以利公平競爭市場之建立與維持。

四、增加國際間反托拉斯合作

在國際間經濟貿易發達之今日，托拉斯犯罪常見有跨國性、國際化之傾向與趨勢。尤其是國際性大型企業日增，受害的公司、被害人亦遍及全球各地，為了更有效的去調查或起訴國際性托拉斯犯罪，各國競爭法主管機關之間更應在打擊此類國際性犯罪的合約執行上建立起合作關係。

國際競爭網絡（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簡稱ICN）
，自2004年起，每年會舉辦Cartel Working Group 論壇，提供機會予各國主管機關可以分享執行反托拉斯法之經驗與挑戰，並透過此方式，讓世界各國可以尋求認同最佳的反托拉斯案件的調查技巧與政策方法，亦可協助各國主管機關去選擇自己喜愛的運作方式與實務技巧，尤其是協助發展跨國界之關係，協調各國主管機關對於相同的反托拉斯案件能為相類似的調查。此外，在寬恕政策的有效繁殖下，同時亦增加了在多重司法領域尋求寬恕政策的申請者，各國主管機關藉此亦可以彼此協調調查、搜查步驟，或是互相分享寬恕政策申請者所提供的資訊，將會變得更加普遍
。
    我國已於2001年加入ICN，在惡質聯合行為國際化的趨勢下，自可善用此一管道，除了可以瞭解各國在反托拉斯法領域的最新發展及與國際接軌外，亦可尋求適合我國的調查方法、實務技巧，以增進我國對於反托拉斯案件之執法效率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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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NTITRUST DIVISION
Sherman Act Violations Yielding a Corporate Fine of $10 Million or More
	

	
	

	Defendant (FY)
	Product 
	Fine
($ Millions)
	Geographic
Scope
	Country
	

	F. Hoffmann-La Roche, Ltd. (1999)
	Vitamins
	$500
	International
	Switzerland
	

	Yazaki Corporation (2012)
	Automobile Parts
	$470
	International
	Japan
	

	LG Display Co., Ltd
LG Display America (2009)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Panels
	$400
	 International 
	 Korea
	

	Société Air France and
Koninklijke Luchtvaart Maatschappij, N.V.
(2008)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350
	International
	France (Société Air
France)
The Netherlands (KLM)
	

	Korean Air Lines Co., Ltd.  (2007)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 Passenger)
	$300
	International
	Korea
	

	British Airways PLC (2007)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 Passenger)
	$300
	International
	UK
	

	Samsung Electronics Company, Ltd.
Samsung Semiconductor, Inc. (2006)
	DRAM
	$300
	International
	Korea
	

	BASF AG (1999)
	Vitamins
	$225
	International
	Germany
	

	CHI MEI Optoelectronics Corporation (2010)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Panels
	$220
	International
	Taiwan
	

	Furukawa Electric Co. Ltd. (2012)
	Automotive Wire Harnesses & Related Products
	$200
	International
	 Japan 
	

	Hynix Semiconductor Inc. (2005)
	DRAM
	$185
	International
	Korea
	

	Infineon Technologies AG (2004)
	DRAM
	$160
	International
	Germany
	

	SGL Carbon AG (1999)
	Graphite Electrodes
	$135
	International
	Germany
	

	Mitsubishi Corp. (2001)
	Graphite Electrodes
	$134
	International
	Japan
	

	Sharp Corporation (2009)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Panels
	$120
	 International 
	 Japan 
	

	Cargolux Airlines International S.A. (2009)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119
	International
	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
	

	Japan Airlines International Co. LTD (2008)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110
	International
	Japan 
	

	UCAR International, Inc. (1998)
	Graphite Electrodes
	$110
	International
	U.S.
	

	LAN CARGO S.A. and AEROLINHAS
BRASILEIRAS S.A. (2009)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109
	International 
	Lan Cargo (Chile)
Aerolinhas (Brazil)
	

	Archer Daniels Midland Co. (1996)
	Lysine & Citric Acid
	$100
	International
	U.S.
	

	Embraco North America (2011)
	Compressors
	$91.8
	International
	U.S.
	

	Elpida Memory, Inc.  (2006)
	DRAM 
	$84
	International
	Japan
	

	Dupont Dow Elastomers L.L.C. (2005)
	Chloroprene Rubber
	$84
	International 
	U.S.
	

	Denso Corporation (2012)
	Automobile Parts
	$78
	International
	Japan
	

	All Nippon Airways Co., Ltd. (2011)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 Passenger)
	$73
	International
	Japan
	

	Takeda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1999)
	Vitamins
	$72
	International
	Japan
	

	Bayer AG (2004)
	Rubber Chemicals
	$66
	International 
	Germany
	

	Chunghwa Picture Tubes,  Ltd. (2009)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Panels
	$65
	 International 
	 Taiwan
	

	Qantas Airways Limited (2008)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61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imited (2008)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60
	 International
	Hong Kong /
Republic of China
	

	Bilhar International Establishment (2002)
	Construction
	$54
	International
	Liechtenstein
	

	Daicel Chemical Industries, Ltd. (2000)
	Sorbates
	$53
	International
	Japan
	

	ABB Middle East & Africa Participations AG (2001)
	Construction
	$53
	International
	Switzerland
	

	SAS Cargo Group, A/S (2008)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52
	International
	Denmark
	

	Crompton (2004)
	Rubber Chemicals
	$50
	International
	U.S.
	

	Haarmann & Reimer Corp. (1997)
	Citric Acid
	$50
	International
	German Parent
	

	Asiana Airlines Inc. (2009)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 Passenger)
	$50
	 International 
	Republic Of Korea
	

	Panasonic Corporation (2011)
	Compressors
	$49.1
	International
	Japan
	

	HeereMac v.o.f. (1998)
	Marine Construction
	$49
	International
	Netherlands
	

	Singapore Airlines Cargo Pte Ltd. (2011)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48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Sotheby’s Holdings Inc. (2001)
	Fine Arts Auctions
	$45
	International
	U.S.
	

	Nippon Cargo Airlines Co. Ltd. (2009)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45
	International
	Japan
	

	Maxzone Vehicle Lighting Corp. (2012)
	Aftermarket replacement automotive lighting
	$43
	International
	U.S.
	

	Odfjell Seachem AS (2003)
	Parcel Tanker Shipping
	$42.5
	International
	Norway
	

	Martinair Holland N.V. (2008)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42
	International
	The Netherlands
	

	Solvay S.A. (2006)
	Hydrogen Peroxide
	$40.8
	International
	Belgian 
	

	Eisai Co., Ltd. (1999)
	Vitamins
	$40
	International
	Japan
	

	China Airlines Ltd. (2011)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40
	International
	 Taiwan
	

	Northwest Airlines, LLC (2010)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38
	International
	U.S. 
	

	Hoechst AG (1999)
	Sorbates
	$36
	International
	Germany
	

	Bayer Corporation (2004)
	Polyester Polyols
	$33
	International
	German Parent
	

	Showa Denko Carbon, Inc. (1998)
	Graphite Electrodes
	$32.5
	International
	Japan
	

	Akzo Nobel Chemicals International B.V.
(2006)
	Hydrogen Peroxide
	$32
	International 
	Dutch 
	

	Samsung SDI (2011)
	Cathode Ray Tubes
	$32
	International
	Korea
	

	Hitachi Displays Ltd. (2009)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Panels
	$31
	International
	Japan
	

	Philipp Holzmann AG (2000)
	Construction
	$30
	International
	Germany
	

	Hannstar Display Corporation (2010)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Panels
	$30
	International
	Taiwan
	

	Irving Materials, Inc (2005)
	Ready Mix Concrete
	$29.2
	Domestic
	U.S. 
	

	Arteva Specialties (2003)
	Polyester Staple
	$28.5
	International
	Luxembourg
	

	Bridgestone Corporation (2012)
	Marine Hose and other industrial products
	$28
	International
	Japan
	

	Epson Imaging Devices Corporation (2009)
	Liquid Crystal Display
(LCD) Panels
	$26
	International
	Japan
	

	Daiichi Pharmaceutical Co., Ltd. (1999)
	Vitamins
	$25
	International
	Japan
	

	Hitachi-LG Data Storage, Inc. (2012)
	Optical Disk Drives
	$21.1
	International
	Japan
	

	Nippon Gohsei (1999)
	Sorbates
	$21
	International
	Japan
	

	Fujikura Ltd. (2012)
	Automotive Wire Harnesses & Related Products
	$20
	International
	Japan
	

	Pfizer Inc. (1999)
	Maltol/Sodium
Erythorbate
	$20
	International
	U.S.
	

	Fujisawa Pharmaceuticals Co. (1998)
	Sodium Gluconate 
	$20
	International
	Japan
	

	Bax Global Inc. (2012)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19.7
	International 
	Germany
	

	Jo Tankers, B.V. (2004)
	Parcel Tanker Shipping
	$19.5
	International
	Netherlands
	

	Polar Air Cargo LLC (2011)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17.4
	International 
	U.S.
	

	EL AL Israel Airlines Ltd. (2009)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15.7
	International 
	Israel
	

	Horizon Lines, LLC (2011)
	Coastal Water Freight Transportation
	$15
	Domestic
	U.S.
	

	Dockwise N.V. (1998)
	Marine Transportation
	$15
	International
	Belgium
	

	Dyno Nobel (1995)
	Explosives
	$15
	Domestic
	Norwegian Parent
	

	Autoliv, Inc. (2012)
	Automotive Wire Harnesses & Related Products
	$14.5
	International
	Sweden
	

	Sea Star Line LLC (2012)
	Coastal Water Freight Transportation
	$14.2
	North America-Continental U.S. and Puerto Rico
	U.S.
	

	F. Hoffmann-La Roche, Ltd. (1997)
	Citric Acid
	$14
	International
	Switzerland
	

	Merck KgaA (2000)
	Vitamins
	$14
	International
	Germany
	

	EVA Airways Corporation (2011)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13.2
	International
	 Taiwan
	

	Degussa-Huls AG (2000)
	Vitamins
	$13
	International
	Germany
	

	Akzo Nobel Chemicals, BV (2001)
	Monochloracetic Acid
	$12
	International
	Netherlands
	

	Hoechst Aktiengesellschaft (2003)
	Monochloracetic Acid
	$12
	International
	Germany
	

	Panalpina World Transport (Holding) Ltd. (2012)
	Air Transportation
(Cargo)
	$11.9
	International
	Switzerland
	

	Ueno Fine Chemicals Industry, Ltd. (2001)
	Sorbates
	$11
	International
	Japan
	

	Eastman Chemical Co. (1998)
	Sorbates
	$11
	International
	U.S.
	

	Jungbunzlauer International AG (1997)
	Citric Acid
	$11
	International
	Switzerland
	

	Zeon Chemicals L.P. (2005)
	NBR
	$10.5
	International
	Japanese Parent
	

	Lonza AG (1998)
	Vitamins
	$10.5
	International
	Switzerland
	

	De Beers Centenary AG (2004)
	Industrial Diamonds
	$10
	International
	Switzerland
	

	Morganite, Inc. (2003)
	Carbon Products
	$10
	International
	British parent
	

	Akzo Nobel Chemicals, BV & Glucona, BV
(1997)
	Sodium Gluconate
	$10
	International
	Netherlands
	

	ICI Explosives (1995)
	Explosives
	$10
	Domestic
	British Parent
	

	Mrs. Baird’s Bakeries (1996)
	Bread
	$10
	Domestic
	U.S.
	

	Ajinomoto Co., Inc. (1996)
	Lysine
	$10
	International
	Japan
	

	Kyowa Hakko Kogyo, Co., Ltd. (1996)
	Lysine
	$10
	International
	Japan
	

	
	
	
	
	
	

	95 (fines) - As of 6/21/2012
	
	
	
	
	

	
	
	
	
	
	


附件二：
在美進修期中報告
從美國陪審團評議制度論我國法官之秘密評議—以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為中心
壹、前言
近幾年，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尤其是在東亞國家已蔚為風潮。繼南韓的「陪審法庭」、日本的「參審制」之後，司法院為設計符合我國之國民參審制度，已於民國101年1月間提出「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下稱觀審草案）」，預計自102年開始在士林及嘉義地方法院試辦。就重大刑事第一審案件，只要具一定資格之國民即有被選任為觀審員之權利，被選出的觀審員5人與法官3人組成「觀審法庭」，觀審員可以全程參與審判期日之訴訟程序，並參與中間討論及終局評議
。觀審員於評議時就犯罪事實之認定、法律適用及量刑，均可提供意見予法官參考，法官雖然不受觀審員陳述意見之拘束，但如法官的評議與觀審員之多數意見不一致時，應說明其理由
。雖然觀審員只能「表意不表決」，其多數意見無法拘束法官的心證，惟司法院希望藉由推行此制度，期盼法院能參酌觀審員之多元意見，作出更符合法律意旨及人民法律感情之妥適裁判，提高人民對法院裁判公正性之感受，進而提升司法之透明度與人民對司法之信賴
。
本文試從美國採用陪審制之背景與精神出發，探討陪審團評議之基本規範與核心價值，及其維護評議秘密之功能，進而評論我國法官秘密評議過程的原因與可能結果，尤其是在我國採行國民參與審判之後，此種秘密評議方式之應有改變。 以期能釐清評議秘密性之迷思，讓國民能真正的參與審判，深化民眾對司法的認知與認同。
貳、美國陪審團之評議制度
一、美國採用陪審制之背景與精神
美國為陪審制度最為成熟發達的國家之一，其聯邦憲法第六修正案保障被告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the right to jury trial）
，被告有接受陪審團審判之權利是美國刑事司法體系之基本價值所在，也是確保被告有接受公平審判之重要權利。除非被告自願放棄接受陪審團審判
，否則，犯罪事實之認定即被告有罪與否係由陪審團決定，法官只負責適用法律與量刑。
在Duncan v. Louisiana案，聯邦最高法院明白指出賦予被告有接受陪審團審判之權利，是為了預防政府的不當壓迫，並得以對抗腐敗或過度熱情的起訴以及對抗迎合上級或具有偏見、異常的法官
。又聯邦最高法院在Sullivan v. Louisiana案，亦闡明在嚴重刑事案件人民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是美國司法系統的基礎（fundamental to the American scheme of justice），作為這個權利的最重要元素，就是有權要求陪審團而非法官，去達到必要之調查結果
。此種由職業法官以外之人民組成陪審團，就被告罪責成立與否作成裁決之模式，向來被認為係基本人權保障不可或缺之一環，由代表人民的陪審團認定國家起訴之犯罪是否成立，而非由代表政府的法官作出有罪與否之認定，具有防止國家對人民濫行發動刑罰權的功能，在一般美國人民心中已成為個人自由保護的重要屏障
。
二、美國陪審團評議制度之基本規範與核心價值
（一）陪審團之組成、角色及評議義務
在美國，原則上只要是成年公民均有獲選為陪審員（juror）之資格與義務，當案件需要陪審團時，法院會從公民名單中隨機抽取所需人數一定倍數以上的候選人，通知在指定日期到法院後進行遴選陪審員程序
。一般而言，陪審員的人數原則為12人（通常會另選出2至3位候補陪審員以備不時之需）。依美國聯邦刑事訴訟程序法規定，在判決以前，除非雙方當事人事先以書面約定允許更少人數的陪審員，並經法院核可，否則陪審員人數不得少於12人；而在審判開始進行之後，如法院發現正當事由（good cause）有必要解除1位陪審員時，縱使少於12位陪審員亦能作出判決
。
在陪審員遴選出來宣誓之後，法官會給予陪審員初步指示（oath and preliminary instructions），其後歷經開場陳述（opening statements）、製作筆記（notes during trial）、詰問證人（questions during trial） 、證據提呈（presentation of evidence）、結辯（closing arguments）以及法官對陪審團說明該如何適用法律之指示（jury instructions）等程序
，最後進入評議（deliberations）階段，評議完成後由陪審團一起作出判決（verdict）。值得注意的是，陪審團全體成員所作出的判決必須達成無異議之一致性判決（unanimous verdict），否則將形成對判決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懸而不決的陪審團（hung jury），法院必須宣告無效審判（mistrial），此時須選出新的陪審團進行重新審判
。
陪審團對進入審判的案件要達成一致性判決之前，必須經由評議過程。由於陪審團最主要工作就在負責證據評價（evidence evaluation）與事實認定（fact-finding）
，因此，當審判程序結束進入評議階段，每位陪審員即負有評議義務（duty to deliberate）來決定起訴被告的命運。惟陪審員在評議室內該如何進行評議，其評議方式為何？美國法上並無明文規範。原則上，陪審員會自行推選出一位首席陪審員（foreperson）主持評議之進行，每位陪審員均必須從法庭上所呈現證據所代表的資訊或意義，輪流發表自己的看法後進行充分及公平的討論，雖然陪審員之間經過互相討論之後可能改變原來自己的意見，但最後的投票結果一定要代表自己的意見。以紐約州審判陪審員手冊（TRIAL JUROR’S HANDBOOK）為例，其指示陪審員在評議期間應保持開放的心態，仔細聆聽並準備解釋自己的觀點，當陪審員維持謙恭的態度且耐心的聆聽其他人的意見時，較容易達成有效的判決
。另外，陪審員在審判進行期間，不可以與任何人包含其他的陪審員或律師討論案情，亦不被允許去閱讀、觀看或聆聽有關於審判中案件之媒體消息
，以期評議時能保持公正客觀。
（二）評議之民主性
美國陪審團評議制度反映出的第一個重要核心價值，就是民主正當性的展現。蓋司法權屬國家主權之一環，由國民參與司法裁判形成的過程，並決定裁判之意思內容，自為司法民主化的直接具體表徵
。英國法官Devlin在1956年發表演說時曾將陪審團比喻成小型的國會（Parliament），並指出陪審團不僅是司法的手段及憲法的基石而已，更是一盞自由民主的明燈
。而透過陪審團的評議到最後的投票過程，每位陪審員均真正在實踐憲法所賦予的民主任務。
在美國擔任陪審員不單是一項公民義務，更是一種榮譽，尤其是獲選為陪審員的義務為公民法治教育的最佳課程，因沒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像擔任陪審員一樣，讓美國公民能公平的參與國家司法事務，甚至在審判中獲得主持正義之機會。為了彰顯擔任陪審員之榮譽與義務，美國郵政更於2007年9月12日慶祝「Juror Appreciation Day」時，發行一套名為「JURY DUTY , SERVE WITH PRIDE」的郵票加以紀念
。
民主化的另一項特徵就是每位陪審員所代表於社會各階層中之多元價值精神。陪審團相對於法官而言，較可反應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多元價值，此觀陪審團之組成方式係隨機從公民名單抽取後加以遴選，即不難明瞭。經由前述遴選程序所選出之陪審員，基本上會包含不同的性別、種族、年齡、職業及學經歷之公民，此種差異性自然可反映出每位陪審員於社會各種社經地位所代表的不同價值理念，避免由單一法官審判所可能造成的偏執。
另外，藉由一定人數的陪審員出席參與審判，除了有促進團體間充分溝通與交流意見之目的外，另一項重要因素，就是較可能包括社會上各種階層的人士，儘可能跨領域而涵蓋社會的主流民意與價值，並將之形成最終共識。在Williams v. Florida案，聯邦最高法院強調陪審團的本質特徵，就在社會參與和責任分擔，發揮陪審團的評議功能並非在於特定數量的陪審員人數，只要人數足夠到可以促進團體間評議功能，免除外界的企圖恫嚇，並能獲得代表各社會階層所提供的公平可能性即可
。因此，陪審團之評議進行，乃係藉由集體討論（group deliberation）及跨領域代表（cross-sectional representation）之方式，使國民之正義意識融入司法，並形成共識以獲致公正客觀之判決
。
（三）評議之秘密性
由陪審團審判權利的另一個重要核心，就是確保陪審團評議的秘密進行，不受外界任何因素的影響或干擾。從大多數陪審團長久歷史來看，自19世紀以來，陪審團評議的秘密性早已被視為理所當然
。當審判程序結束進入評議階段時，捍衛陪審團之獨立自主，維持陪審團評議的秘密性乃不二法門。早期美國關於陪審團應該要秘密評議的觀念是將陪審團視為一謎樣的、神聖的團體，若對陪審團進行質問，就像是對上帝不敬一般，陪審團應該要秘密地形成判決，在Thomas案中第二巡迴上訴法院認為渠等所認知的陪審團應該要神秘且秘密的作出決定，反對陪審團之秘密評議就如同反對陪審團系統本身一般
。不過，此種具宗教性或神秘性緣起的觀念已經式微，目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評議乃陪審團獨立性的具體表現，為審判程序整體中的一部分，更是在評議過程中讓陪審員能充分自由的交換意見及辯論之合理且有力要求
。
評議秘密原則（the principle of deliberative secrecy）可以防止披露陪審團評議時如何及為何作出決定，此種保護在美國是有必要的。蓋陪審團在美國刑事審判系統的重要價值，尤其是在保障人民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上，一直以來不斷被法院所強調，然陪審團係由一般國民組成，基本上為未受過專業法律訓練之法律素人（laypersons），與職業法官相較，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而要求由陪審團而非法官來決定案件之事實，為擔保審判之公正客觀，陪審團之獨立性就成為其最重要的特徵之一，而為確保陪審團之獨立性，避免遭受當事人之外力干擾，維持陪審團評議之秘密性至為重要。
美國法上關於評議秘密原則之主要規範有二，即聯邦證據法第606(b)條之規定，及聯邦刑事訴訟程序法第24(c)、(3)條之規定。
1、禁止陪審員彈劾自己陪審團所作之判決
美國聯邦證據法第606(b)、(1)條規定，除在某些特定的情況外，在調查判決有效性之程序中，陪審員不可以證述對關於自己陪審團於評議時所發生之陳述或經過、任何關於該陪審員或其他陪審員投票之結果，以及任何關於陪審員思維形成判決之過程。又法院可以不接受關於該陪審員就上開事項所為供述之口供或證據
。此規定有助於維護陪審團之獨立性，以及促進一致性與終局性之判決，避免陪審團事後花費更多的時間在為他們的決定作證。
在Tanner v. United States案，聯邦最高法院即拒絕去考量某位陪審員在判決後，對於其他陪審員在評議期間曾經發生酒醉及使用毒品之證述
，並表示若非如此，陪審員在評議室內充分坦誠的討論後願意交出一個不受歡迎的判決，以及社會各界所信任依靠陪審員決定之陪審系統，都將被判決後的連番審查攻勢所削弱
。又陪審團既由一般國民組成，不可能永遠不犯錯，且陪審團所作出的判決既是在彼此交流意見中妥協或讓步的結果，難免會有意見分歧的情況，是在Dunn v. United States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即認為陪審團所作的判決可能是妥協下之結果，或者陪審團的部分結果有可能是錯誤的，但陪審團的判決不能藉由對該等事項之推測或調查​​加以推翻
。依此可知，欲守護陪審員個人或團體的評議決定過程，法院即必須繼續支持評議的秘密性，正如同對陪審團獨立性與合法性的堅持
。
另依同法606(b)、(2)之例外規定，陪審員可以就下列事項作證：(A)是否有外來的偏見不適當的引起陪審員的注意；(B)是否有外部的影響不當的造成陪審員負擔
。這些例外規定，亦明白指出陪審員僅能針對外在因素介入時作證，顯然透露出秘密評議的重要目的就在保護陪審員不被任何的外在因素影響。
2、禁止候補陪審員出席參與評議
為確保陪審團不受任何外界影響之最佳方法，就是在評議時只允許負有案件評議義務之陪審員出席評議，禁止其他人的參與。美國聯邦刑事訴訟程序法第24(c)、(3)條規定，當陪審員無法評議時，法院可啟用候補的陪審員，惟法院必須確保直到候補者已正式取代陪審員或被解除職位，才能與任何人討論案情。如果候補者替換陪審員是在開始評議之後，法院必須指示陪審團重新開始評議
。此乃因候補陪審員尚非真正的陪審員，如同陌生人一般，若讓其參與評議可能會帶給真正的陪審員某些微妙或不經意的訊息，將違反被告有接受陪審團公平審判的權利
。在United Stated v. Olano 案，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評議期間法院允許候補陪審員出席，已違反陪審團評議應保持私密的重大原則，並表示陪審團評議的秘密性是避免評議遭到不當影響之首要目的
。
（四）評議之實質性
在確保秘密評議而維護陪審團之獨立性後，是否代表被告已獲得由陪審團公平審判的機會？在陪審員能確實盡到其實質評議之義務以前，恐有疑問。在People v. Collins案，美國加州最高法院認為除非12名陪審員所形成的共識是透過他們共同經驗評議而來，否則所達成一致性判決是不符合要求的，亦即假如有一名陪審員並沒有從其他人的評議中受益，縱使陪審團達成無異議的判決亦是不夠的，而評議過程乃提供機會給陪審員根據每位成員的認知與記憶來審查證據，同樣重要的是，透過陪審員彼此試圖說服別人接受自己觀點的個人反應和相互作用之間，來塑造陪審員的觀點
。基此，由陪審團進行公平審判雖然重要，但是陪審員是否有盡到評議義務，亦直接影響到被告接受公平審判的權利。
為促進陪審團審判的效率（efficiency）與集體動態（group dynamics），避免代價高昂的無效審判，美國聯邦刑事訴訟程序法第23(b)、(3)條規定，在陪審團進行評議之際，縱使沒有當事人的書面訂明，假如法院發現正當事由（good  cause）去解除1位陪審員，亦可以允許由11位陪審員作出判決
。依此規定，倘若有發生解除陪審員之事由，法院自有權利以正當事由解除不適任之陪審員，縱使陪審員之人數未達法定要求，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亦可作出判決。至於何謂「正當事由」？法律並未明定，應由法院依個案來判斷。實務上見解認為，陪審員在經過4個月的審判期間後於評議時發生心臟病；或是因精神科醫師的建議不適合參與評議；或是因計畫性的出遊而無法出席評議；或是因為其他生理問題會降低陪審員之評議能力；或是因為個人宗教信仰的反對；甚至是陪審員明白拒絕去適用法律等等，均會構成法院解除陪審員之正當事由
。上開案例旨在說明要求陪審員須具備有效參與評議之資格或行為能力，以確保所有參與評議的陪審員，都是在有能力勝任的情況下積極參與評議之進行，每位陪審員均應發表對案件之意見，並非只是形式上出席而已，因實質評議亦屬公平審判中之重要部分
。
三、美國陪審團評議秘密原則之功能
由於評議的秘密性為陪審團審判整體的部分，而人民有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意指法院有相對應的義務去擔保陪審團的評議秘密
。從實用主義觀點言之，評議秘密原則之主要功能可歸納出四個層面：(一)確保判決之終局性；(二)保護陪審員免於騷擾；(三)促進自由不受束縛的辯論；(四)維護公眾對於陪審團之信任
。
（一）確保判決之終局性
判決經由神聖而慎重的陪審團作出決定後，卻在法庭上公開評議過程，並遭受參與判決決定過程之人攻擊或主張撤銷判決，這樣的模式一旦建立後，日後任何判決可能都會被質疑並期待發現可以使判決無效的理由。對於判決終局性的關切，乃是法院考量評議秘密的最主要因素，正如同前述Tanner v. United States案中法院所作出之結論，即認為保留判決終局決定的重要性遠超過揭發不適任陪審員的行為
。基此，限制判決後對陪審團評議的質疑，避免內部評議過程受到公開挑戰，同時也在保護判決的終局性與安定性。
（二）保護陪審團免於騷擾

陪審團評議秘密原則的另一項功能，就在保護陪審員使其於判決後免受騷擾。蓋敗訴的一方當事人可能企圖從陪審員身上取得陪審團不當行為而足以推翻判決結果之證據，為使陪審員不受敗訴當事人騷擾，避免其利用陪審員的證詞去彈劾判決，判決後保密即發揮了功能
。在Mcdonald v. Pless案，聯邦最高法院即認為敗訴當事人為建立起陪審員不當行為的充分證據去有效推翻判決，陪審員將可能會受到騷擾與糾纏，假使由此方式取得的證據可以使用，其結果將使有意保密的評議不斷的遭受公眾審查，可能摧毀自由且坦誠的評議
。因此，為避免陪審員的隱私遭到侵犯而降低擔任陪審員之意願，陪審團對於評議的保密極為重要。

（三）促進自由不受束縛的辯論
言論自由的提升是支持陪審團評議秘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Clark v. United States案中法官曾表示：若陪審員覺得他們討論與投票的過程會公諸於世，將會導致辯論自由與獨立思考之蕩然無存
。如前所述，陪審員的評議義務是要透過相互間的討論及意見交流，實質參與評議藉以形成共識，因此，為使陪審員可盡情毫無忌憚的交換意見及想法，提高評議時個人參與度，反映出多元民意，確保陪審員於評議時可以保持秘密，將鼓勵陪審員充分自由地表達意見，亦可賦予陪審員作出可能不迎合社會大眾判決結果之勇氣。從此角度觀之，評議秘密原則可以幫助陪審員在評議時免於恐懼而自由的表達見解，而判決後評議之揭露將會影響該重要功能
。

（四）維護公眾對於陪審團之信任
由於陪審團制度為美國刑事司法體系的重要核心與價值所在，因此社會大眾對於刑事司法體系的信任乃取決於陪審團。若讓社會大眾可以一一檢視陪審團的錯誤，則公眾可能就不會信任由門外漢所組成的陪審團可以真正的實踐正義，從而曝露陪審團之評議可能會潛在性的揭露由門外漢審理案件之非理性及憑直覺之部分，自然會暗中破壞作為最後決定者之陪審團角色
。是以，評議秘密原則最後的一個功能就在提升社會大眾對於陪審團審判系統之信心。
參、我國採行國民參與審判前後對於評議秘密原則之適用與改變
一、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與精神
（一）增加司法透明，提升人民對司法之信賴
我國所設計之國民參審，乃自一般國民中抽選產生之觀審員得以參與審理，親自見聞法官指揮訴訟、檢察官舉證、被告及辯護人辯解、證人到庭證述、鑑定過程及結論、被害人陳述及評議等一切程序與事證。藉由國民之參與，所有法院之審理及評議程序，當更加透明化，而國民經由親自參與審判之過程，對法官如何進行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及量刑，亦能有充分之認識與理解，法院同能參酌參與審判國民陳述之多元意見，作出更符合法律意旨及人民法律感情之妥適裁判，人民因而能感受到法院公正妥適之審判，進而提升人民對司法之信賴
。
（二）強化司法之民主性與引入多元價值
一般不具有法律專業之國民，雖然並無法官所具有之法律專業，但每位參與審判之國民所代表著社會階層中之多元價值與精神，是法官所無法取代的，且藉由法官與參與審判之國民集體評議與相互討論之方式，落實民主之實際運作（democracy in action），可以使一般國民之正義意識與法感情融入原本極度缺乏的司法體系內，有助於形成社會共識，拉近司法裁判與人民法律感情之差距。
二、我國對於評議秘密原則之適用現況
（一）法官秘密評議之原因
我國法官對於評議過程應保持秘密之義務，規定在法院組織法第103條及第106條第1項。法官負有嚴守評議秘密的義務，且裁判之評議於判決確定前均不公開，於判決確定後案件之當事人始得聲請閱覽評議意見。惟上開評議秘密原則，在1989年修法之前，裁判之評議係採取完全不公開的態度
，1989年修法之後，採判決確定後三年內應嚴守秘密
，至2001年修法後始採取現行的判決確定前不公開之模式。從修法沿革可知，隨著臺灣社會從以前的威權統治與戒嚴時期，邁入今日民主開放及多元社會的形態，抵擋不住人民對於司法裁判如何形成之求知渴望，代表著法官之評議意見已不再是神秘而不可侵犯的領域。
與美國陪審團之評議秘密原則相同，我國之所以仍採取評議秘密原則，應係從實用的功能面考量，究其規範用意可能包括：(一)保護法官安全，讓其於評議時暢所欲言；(二)避免評議時之不同意見成為當事人上訴理由；(三)避免引起外界對判決的揣測，影響司法威信
。學者並從大陸法系德國法的觀點，認為要求法官嚴守評議秘密之義務，主要目的係為維持法院尊嚴與判決威信，以及保障法官的獨立性
。由於美國法上陪審團係分擔法官審判權之行使，雖與我國完全由職業法官獨立審判不同，然陪審團在認定被告有罪與否的基礎上，與職業法官的地位並無二致，就審判權之行使觀點而言，美國陪審團實與我國法官的地位相當。因此，檢視前述美國陪審團採行評議秘密原則之功能，即確保判決之終局性、保護陪審員免於騷擾、促進自由不受束縛的辯論、維護公眾對於陪審團之信任等方面，其實亦係在維護司法裁判之權威與審判之獨立性，核與我國採取評議秘密原則之目的並無不同。
（二）評議秘密原則下欠缺實質評議之合理質疑
在秘密評議過程中法官可以自由不受拘束的交換意見，甚至能勇於提出與主流見解相反的少數見解，固有其價值存在。惟若從反面思考，在評議過程完全秘密之保護傘下，亦可能容易使法官之評議過程變成一個黑盒子，外界對法官是否會認真依規定進行實質評議，抑只是以期別先後之權力地位來決定評議意見，其實係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雖然基於維護法官審判的獨立性，在評議時去除外界任何不相干因素的影響或干擾，有其必要，但不應視為公平審判的唯一因素，此時實質評議之重要性，即不得不予正視。 

雖然美國法認為陪審團評議之秘密性是達成司法正義所不可獲缺的要素，然依前述，評議之秘密性僅為其核心價值之一，尚應考量民主性與實質性，評議的秘密性不應該被視為絕對的原則，並應重視評議之實質性。且我國合議庭法官經由評議過程中透過不同意見之理性辯證，能避免由一人或少數法官判斷之侷限性，實有助於法院發現案件之事實真相與公平正義，此乃評議制度之目的與意義所在。因此，在我國確保每位法官都能積極參與評議，進而發揮評議之集思廣益功能，應與評議之秘密性同等重要。
4、 採行國民參與審判後法官秘密評議方式之應有改變—是否應讓國民加入法官評議
讓不具法律專業的一般國民參與刑事審判程序，為世界各法制先進國家的共同趨勢，已如前述。雖然各國採取讓國民參與審判的程度與方式不一，而觀審草案引入國民參與審判，為我國刑事訴訟之一大進展，且依據觀審草案之設計，從審理一開始即讓觀審員充分參與訴訟程序，甚至可透過審判長訊問證人
，以順利形成心證，讓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之重要目的之一，即在透明化訴訟程序以提高民眾對司法之信賴。但是到了形成判決最重要的評議階段，草案第56條卻採取觀審員與法官分別陳述意見或評議之方式，除非法官認為有必要，經三名法官全數同意後，觀審員方得參與法官評議，亦即原則上將觀審員排除在法官評議之外，此種拒絕觀審員加入評議之設計，觀審員將無從得知法官如何評議及形成心證之過程，似乎又與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與精神不完全相符，故本文以下將從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與精神及是否違反評議秘密等方面，來討論法官評議時是否應讓觀審員加入。
（一）讓觀審員參與評議方符合國民參審制之目的與精神

正如同Gordon Hewart所說的至理格言「正義不但要實現，還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去實現。（Not only must Justice be done; i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
因此，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公開透明才是司法正義賴以生存之根基。相對於刑事案件在起訴後辯論前之公開透明，審判結束之後進入法官評議時之完全不透明，不難想像外界會對法官之評議過程以「黑箱暗室」形容
。雖然基於保持法官審判的獨立性，在評議時去除外界任何因素的影響或干擾，有其必要，但在不影響評議秘密性與審判獨立性之情形下，應適度的揭開法官的評議過程，讓同樣負有保密義務（詳後述）的觀審員能一起加入評議。尤其是先前所發生最高法院法官向臺灣高等法院法官關說案，媒體指稱合議庭庭長於評議時對受命法官施壓並主導判決結果之情事，在評議過程秘密之保護傘下，外界很難釐清事實之真相，惟讓觀審員加入法官評議之後，自可輕易杜絕此種完全不透明評議方式之弊端。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之另一重要目的，即係希望法官能夠重視觀審員對於案件之評議意見，作出更能符合人民法律感情之妥適裁判，避免外界動輒以「恐龍法官」相譏。根據觀審草案第59、64條規定，法官雖然不受觀審員陳述意見之拘束，但如法官評議與觀審員之多數意見不一致時，應簡要說明其理由，並應於判決內記載不採納之理由。依此設計，顯然並非不重視代表人民之觀審員意見，否則何需向其說明不採納意見之理由？然而觀審草案採行觀審員與法官分別陳述意見或評議之設計方式，除了使觀審員不能參與法官評議，無法得以真正了解法官如何評議及形成判決心證之外，亦使整個評議過程中完全欠缺法官與觀審員彼此溝通及雙向意見交流之機會，則僅由法官作事後的簡短說明，似與未實施觀審制前的訴訟制度無異，恐難使觀審員能夠充分理解法官的評議決定為何與己不同，且觀審員更喪失了從與法官評議過程中獲取難得的法治教育機會，反而可能會讓觀審員覺得自己不受重視而只是跑龍套的性質，毫無擔任觀審員之榮譽感可言，此應非實施國民參審制之本意。
（二）讓觀審員參與評議不違反評議秘密
依觀審草案說明，觀審員在法官終局評議時不得在場的主要理由，乃為維護法官之職權行使並保護評議之秘密性。雖然在判決宣判之前即洩露評議秘密，可能引起外界不當揣測，而有害司法之公正性，惟觀審員乃於訴訟中提供判決意見之人民代表，並非不相干之人，且觀審草案第9條第3項之規定，觀審員因執行職務知悉之秘密及其他依法應秘密之事項，應予保密。是以觀審員對於因參與評議而得知之評議秘密既有保密義務，觀審員與法官共同參與終局評議顯然不違反評議之秘密性，此從觀審草案第56條第4項但書規定，於法官評議時法官均認有必要者，例外得使觀審員在場，亦可推知。至於法官依法獨立審判，依觀審草案設計，觀審員所陳述之意見既不能拘束法官之決定，因此，法官審判的獨立性亦不會被觀審員影響。
又我國採行評議秘密原則之主要目的，如以美國評議秘密原則揭櫫之四大功能加以區分，可分為避免不同意見成為當事人之上訴理由、保護法官安全免於騷擾、促進自由不受束縛的評議及維護公眾對於司法裁判之信任四個方面。然而，上開功能於觀審員加入法官評議後並未遭到破壞，仍然獲得保留，甚至是有助於維護其原有之功能。茲分敘如下：
1、 避免不同意見成為當事人之上訴理由
我國刑事審判制度與美國不同，當美國陪審團對於被告有罪與否之事實部分作出全體一致性之裁決後，基本上事實之認定即告確定，法院原則上必須接受並無審查之空間
。因此，為維護陪審團之獨立性，確保被告接受由陪審團公平審判之權利，並不容許事後任意調查證據加以推翻，尤其是限制以陪審員之證詞去彈劾原來陪審團之判決，以維護陪審團判決之終局決定性。然而，我國刑事審判採行覆審制，第一、二審對於事實之認定可以完全不同，下級審法官就事實之認定是否妥適係受到上級審法官之審查，與美國之陪審制迥異，故不論觀審員有無加入法官之評議，並無確保裁判終局性功能之問題。雖然我國所考慮者乃避免法官評議時之不同意見容易成為當事人之上訴理由議題。然當事人能否上訴，是取決於法定要件，而非法官之不同意見
，法官於評議過程中出現不同之見解，乃係發揮合議制度之重要精神所在，我國既採行多數決之法官評議方式
，即無不讓當事人或社會大眾了解不同意見之理。況且，觀審員因參與評議而得知之評議秘密既負有保密義務，縱使加入法官評議，亦不會因此造成公開不同意見而成為當事人之上訴理由。
2、 保護法官安全免於騷擾
為避免陪審員的隱私遭到騷擾或侵犯而降低擔任陪審員之意願，對於評議的保密或可發揮功用。然而，由於從選任陪審員開始至陪審團交出判決為止，訴訟當事人並不被允許去接觸任何陪審員，是在美國嚴格法令禁止下，想要在判決前之評議時騷擾陪審員幾乎不可能發生
。我國法官在審判獨立與評議秘密原則下，禁止任何外力干預施加於法官，於評議時所受有之安全保護程度與美國陪審員相同，並不因觀審員之加入評議而有所不同，且觀審員既為代表人民參與審判之公民，除負有保密義務外，另受有相當充足的人身安全保護規範
，可見觀審員受保護之地位實與法官相當，法官與觀審員組成之觀審法庭應視為一體，自難認法官會因觀審員之加入評議而受到騷擾。
3、 促進自由不受束縛的評議
評議秘密原則具有維護評議時可自由不受拘束發表意見的功能。由於美國陪審團係由一般國民所組成，基本上為未受過專業法律訓練之法律素人，與職業法官相較，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響，故原則上連法官亦不可介入陪審團的評議
，亦禁止法官對陪審員施以強迫之司法行為與指導（judicial conduct and instructions），以幫助維護陪審員評議時之獨立性
。但我國法官均為受過專業法律訓練的職業法官，與美國之陪審員不同，縱使有觀審員加入評議，其評議意見亦無拘束法官之效力，自不容易因此被干擾或影響。況且觀審草案之目的係希望觀審員經由參與案件之審理與評議程序，對法官如何進行事實之認定、法律適用及量刑能有充分的認識與理解，更應該讓觀審員加入法官的評議程序。
4、 維護公眾對於司法裁判之信任
在美國若公開陪審團評議時之內容，可能會有曝露或放大陪審團於評議時所犯錯誤或缺失之疑慮，此乃因陪審團由一般非具法律專業之門外漢組成，公眾對於陪審團之信任其實是充斥著潛在性的懷疑，禁不起用放大鏡的嚴格檢視。惟我國法官具有法律專業與美國之陪審員不同，外界對法官不信任，並不像美國陪審團所遭遇的情形，普遍非來自法官對案件判斷之錯誤，而係貪瀆及操守問題
，自不能以維護公眾對於司法裁判的信心為由而隔絕人民檢視法官之機會。又評議意見之不同雖可能引起外界之揣測及質疑，然法院判決的威信應係建立在提出令人信服的判決理由，而非表面上的一致性，如判決理由充分，經由不同意見的公布讓人民看見多數見解之勝出，反而會使判決更具有說服力
。又透過法官彼此間不同意見之論證，才是發現真理之最佳途徑，蓋今日少數法官的意見，明日可能被證明是正確的而成為多數見解，法官不同意見之存在，實有助於法院發現真實及作出更為公正之判決
。因此，根本無需害怕讓觀審員加入法官評議後，會影響到人民對於司法裁判之信賴，讓觀審員加入法官評議，反而會讓法官在審理時更加專注及更審慎思考形成判決之觀點，並且有機會向觀審員仔細解釋形成判決之經過，應有助於增加人民對於司法裁判形成過程之透澈瞭解，甚至因此建立起司法裁判之威信。
（三）簡化評議程序促進評議效率
從評議效率的考量面，讓法官與觀審員共同評議之方式，可以簡化評議之程序與節省評議之時間。依觀審草案第56條規定，終局評議分成六個階段依序進行：(1)觀審法庭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討論；(2)觀審員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陳述意見；(3) 法官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評議；(4)法官評議認被告有罪者，觀審法庭就量刑討論；(5)觀審員就量刑陳述意見；(6)法官就量刑評議。上開六個評議階段不僅程序繁複，且先讓觀審員評議提出多數意見之後，再由法官關起門來評議，以決定是否採納觀審員之多數意見，此種先後次序之分，無異讓觀審員覺得自己的評議地位矮法官一截。因此若能將終局評議階段縮短成三個階段，即觀審法庭先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加以討論後，法官與觀審員共同就事實之認定、法律之適用評議，若認有罪者，則再共同就量刑加以評議，除可簡化評議程序與節省時間外，並可化解此疑慮。至於觀審草案第56條第4項但書雖規定，法官均認有必要時，得使觀審員於評議時在場，但何種情形屬於必要情況並未明定，且此種例外規定完全取決於法官之好惡，自難期待法官會無條件同意觀審員之加入。
肆、小結
在國民參與審判及司法民主化之潮流下，為達透明司法之目的，我國觀審員除了無法像美國的陪審團一樣具有決定事實之權利外，應儘量賦予觀審員與法官相同之權限，參與相同之審判程序，不應有所區別。評議秘密原則落實於我國之法官評議過程中，不是絕對唯一的原則，並應重視評議之實質性與民主性，讓觀審員與法官共同評議，不影響審判之獨立性與評議之秘密性，且評議秘密原則之原有功能於觀審員加入評議後並未遭到任何破壞，仍然獲得保留，更可簡化評議程序促進效率。因此，為了維護評議秘密而限制觀審員加入法官評議，並不符合司法透明之目的，亦無助於增進人民對於司法裁判之認同與信賴。
依我國觀審草案之設計，觀審員之評議意見並無拘束法官之效力，外界對此曾出現會使觀審制淪為妝點民主門面之疑慮
，則在此先天性條件之限制下，要真正提升人民對於司法裁判之公正性與正當性感受，唯有揭開評議秘密性之神秘面紗，讓觀審員親自與法官共同評議，除了能真實感受法官如何對案件進行評議，深化國民法治教育，亦能有效促進實質評議，避免合議庭法官之評議流於形式，更能讓獲選為觀審員之人感受到不僅僅是在盡公民義務，而是一種榮譽的象徵。如此，始能獲得人民真正之支持與信賴，切實達到司法公正與透明之目的。
� 參美國司法部新聞稿，網址：�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2012/281032.htm"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2012/281032.htm�.


惟本案尚未確定。


� 依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統計，迄2012年3月5日止，公司因違反謝爾曼法案（Sherman Act）遭罰金之數額超過1千萬美元已有93家公司，詳附件一。


� 「the carrot」 指寬恕政策，「the stick」指對行為人之嚴厲制裁而言。


� See Eleanor Fox, “CASE AND MATERIALS ON U.S. ANTITRUST GLOBAL CONTEXT”(2012), at1.


�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hereby declared to be illegal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in any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between any such Territory and another, or between any such Territory or Territories  


and any State or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or betwee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any State or States or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illegal.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ake any such contract or engage in any such combination or conspiracy,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 Every person who shall monopolize, or attempt to monopolize, or combine or conspire with any other person or persons, to monopolize any part of the trade or commerce in any Terri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between any such Territory and another, or between any such Territory or Territories and any State or States 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or between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and any State or States or foreign nations, shall be deemed guilty of a felony, and, on conviction thereof, shall be punished by fine not exceeding $100,000,000 if a corporation, or, if any other person, $1,000,000, or by imprisonment not exceeding 10 years, or by both said punishments, 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court.


� 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所著「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the Consumer」，網址：�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div_stats/276198.pdf"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div_stats/276198.pdf�


� 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所著「An antitrust primer for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網址：�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09114.htm"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09114.htm�.


� 參陳志民，美國及歐盟反托拉斯法對國際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貿易政策論叢，14期，2010年12月，45頁。


� 同前註。


� 同前註。


� 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所著「Price Fixing, Bid Rigging, and Market Allocation Schemes:


What They Are and What to Look For」，網�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11578.htm"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211578.htm�


� See 15 U.S.C §6a.


� 參公平交易委員會網站，網址：� HYPERLINK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069&docid=11200"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1069&docid=11200�


� See 15 U.S.C §41.


� 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所著「Antitrust Enforcement and the Consumer」，網址：�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div_stats/276198.pdf"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div_stats/276198.pdf�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Ιat 2.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Ιat 2-3.


� 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網站，網址：�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about/org.html" �http://www.justice.gov/atr/about/org.html�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Ιat 4.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Ιat 6-7.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Ιat 8.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Ιat 8-9.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6.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6-7.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7-8.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10.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20.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20-21.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21-22.


� 大陪審團（Grand Jury）通常法院核准後由16-23位一般人民組成，參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Rule 6。


� See Wayne R. LaFave; Jerold H. Israel; Nancy J. King, “Criminal Procedure”, 3d, at 399-400.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87-88.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88.


� 聯邦刑事程序規則（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第6(g)規則指出，允許法院可以


延長大陪審團之任期，最多可延長6個月。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89.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90.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90-91.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94-95.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95.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96-97.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116-117.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123-124.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125-128.


� See Antitrust Division Manual Chapter III at 129-130.


� � HYPERLINK "http://www.amazon.com/s/ref=ntt_athr_dp_sr_1?_encoding=UTF8&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ie=UTF8&field-author=Yale%20Kamisar" �Yale Kamisar�, � HYPERLINK "http://www.amazon.com/s/ref=ntt_athr_dp_sr_2?_encoding=UTF8&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ie=UTF8&field-author=Wayne%20R.%20LaFave" �Wayne R. LaFave�, � HYPERLINK "http://www.amazon.com/s/ref=ntt_athr_dp_sr_3?_encoding=UTF8&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ie=UTF8&field-author=Jerold%20H.%20Israel" �Jerold H. Israel�, � HYPERLINK "http://www.amazon.com/s/ref=ntt_athr_dp_sr_4?_encoding=UTF8&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ie=UTF8&field-author=Nancy%20J.%20King" �Nancy J. King�, � HYPERLINK "http://www.amazon.com/s/ref=ntt_athr_dp_sr_5?_encoding=UTF8&sort=relevancerank&search-alias=books&ie=UTF8&field-author=Orin%20S.%20Kerr" �Orin S. Kerr�,“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Cases, Comments, Questions”(2008),at 1271.


� Se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rule 11(c)(1). 


� See G. Nicholas Herman, “PLEA BARGAINING”, at 1.


� 在Bordenkircher v. Hayes案件中及Santobello v. New York案件中，最高法院均表示認罪協商是必要且適當。另最高法院第一次就認罪協商制度作廣泛性的討論是在Brady v. United States的案件中，並在該案中首次支持認罪協商之合憲性。


� See George Fisher, “Plea bargaining's triumph: a history of plea bargaining in America”, at 40-47.


� See 35 N.Y.2d 227, Court of Appeals of New York(1974).


� 所謂「nolo contendere」指不承認也不爭執之意，需經由法院核准才能作出此答辯，其法律效果等同於有罪答辯（plea of guilty），區別在於這種答辯於以後基於同一行為而對該被告提起的民事訴訟中，不能作為對其不利的證據使用。


� 其規定如下：(a)(2) Conditional Plea.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court and the government, a defendant may enter a conditional plea of guilty or nolo contendere, reserving in writing the right to have an appellate court review an adverse determination of a specified pretrial motion. A defendant who prevails on appeal may then withdraw the plea. (3) Nolo Contendere Plea. Before accepting a plea of nolo contendere, the court must consider the parties' view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in the effectiv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 Se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rule 11(c)(1)(B)-(C).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70.


� Se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rule 11(b)(1)-(2).


� United States v. Booker,125 S. Ct. 738(2005).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444.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65.


� Se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 6B1.2.(a).


� Se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 6B1.2.(b).


� Se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 6B1.2.(c).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71.


� See 9-27.420 Plea Agreements—Considerations to be Weighed，參美國司法部網址：�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27mcrm.htm" \l "9-27.420" �http://www.justice.gov/usao/eousa/foia_reading_room/usam/title9/27mcrm.htm#9-27.420�


� 同前註，及9-27.150 Non-Litigability.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75.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77.關於寬恕政策之規定及適用，詳後述。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77.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77-78.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0.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1.


� U.S.S.G, § 1B1.8(Use of Certain Information): 「(a) Where a defendant agrees to coope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concerning unlawful activities of others, and as part of that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government agrees that self-incriminating information provided pursuant to the agreement will not be used against the defendant, then such information shall not be used in determining the applicable guideline range, except to the extent provided in the agreement.」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2.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3. See also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rule 35(b).


� 參陳志民，美國及歐盟反托拉斯法對國際卡特爾行為之規範，貿易政策論叢，14期，2010年12月，57頁。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4.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5.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6.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7.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8-89.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9.


� See 15 U.S.C § 16 Judgments (a): [A final judgment or decree heretofore or hereafter rendered in any civil or criminal proceeding brought by or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to the effect that a defendant has violated said laws shall be prima facie evidence against such defendant in any action or proceeding brought by any other party against such defendant under said laws as to all matters respecting which said judgment or decree would be an estoppel as between the parties thereto: Provided, That this section shall not apply to consent judgments or decrees entered before any testimony has been taken. Nothing contained in this section shall be construed to impose any limit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llateral estoppel, except that, in any action or proceeding brought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collateral estoppel effect shall not be given to any finding made by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or under � HYPERLINK "https://a.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00546&cite=15USCAS45&originatingDoc=ND3FEE170C61C11D88FBB8E80AE8753F1&refType=LQ&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28sc.Category%29" �section 45� of this title which could give rise to a claim for relief under the antitrust laws.]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9.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90-92.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93.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93.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94.


� 認罪協商書面通常載明「The defendant’s decision to enter into this plea agreement and his decision to tender pleas of guilty are freely and voluntarily made and are not the result of force, threats, assurances, promises, or representations other than the representations contained in the plea agreement. There have been no promises or representations to the defendant as to whether the court will accept or reject this plea agreement.」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96-97.


� See Scott D. Hammond,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February 25, 2010, at 1.


� 參顏廷棟，競爭法寬恕政策之研究，經濟法論叢，15期，2008年9月，頁46。


� 同前註。


� See Scott D. Hammond,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February 25, 2010, at 3.


� 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網站：�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091.htm"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091.htm�


� 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網站：�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criminal/239583.htm"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criminal/239583.htm�


� 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網站：�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092.htm"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guidelines/0092.htm�


� See Scott D. Hammond, "DETECTING AND DETERRING CARTEL ACTIVITY THROUGH AN EFFECTIVE LENIENCY PROGRAM", 2000, at 1.


� See Scott D. Hammond,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February 25, 2010, at 4.


� 於1974年違反謝爾曼法案之個人刑責最高僅有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公司罰金最高僅有1百萬美元、個人罰金最高僅有10萬美元，之後陸續於1984、1990、2004年，已分別提高上開徒刑及罰金。


� See Scott D. Hammond,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February 25, 2010, at 4.


� 本案指瑞士、德國等國的多間藥廠在90年代共謀抬高全球維他命之價格，時間持續將近10年，直到1999年在Roche公司尋求適用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寬恕政策」之後才曝光。


� 參美國司法部反托拉斯局新聞稿：�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1999/2450.htm" �http://www.justice.gov/atr/public/press_releases/1999/2450.htm�


� 參司法部反托拉斯局網站，網址：� HYPERLINK "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f2400/sommer.pdf" �http://www.justice.gov/atr/cases/f2400/sommer.pdf�


� 在1999年3月之前，沒有一個外國人因參與國際性反托拉斯案件而在美國入監服刑。See Scott D. Hammond, "CHARTING NEW WATERS IN INTERNATIONAL CARTEL PROSECUTIONS", March 2, 2006.


� See Scott D. Hammond,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February 25, 2010, at 6.


� 同前註，頁7。


�參1999年2月3日公平交易法第35條修正理由：「一、基於比例原則，對於違法行為之制裁，倘有許多措施可行時，宜先用輕罰，俟未能達遏阻目的時，始動用重罰。而刑罰為國家對於不法者最後且最重之制裁手段，如以行政罰手段足以達管理目的，即應先循行政處罰手段。二、本法為經濟法，須配合國內經濟環境，為最適之管理。現行條文對於濫用市場獨占力量等行為逕處刑罰之規定，施行以來迭經業者反映過於嚴苛，學者專家亦多次建議經濟秩序行為之管理，宜以行政處理為優先。且本法存有若干不確定法律概念，…尤須先有行政權介入以為預警。三、故對違反第十條、第十四條及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之處罰，宜改採『先行政後司法』之處理原則。即基於比例原則及先期預警等由，爰參考商業登記法第三十二條，於第一項明定先由公平交易委員會為行政處理，無效果，再移由司法機關課以刑責。」


�劉連煜，我國引進寬恕政策對付惡性卡特爾之立法趨勢，台灣本土法學雜誌，76期，2005年11月，頁271。


� 參公平交易法第35、38條，行為人最高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法人最高可處罰金同行為人。


� 依謝爾曼法案，行為人最高可處有期徒刑10年，法人最高罰金可達1億美元。


� 黃銘傑，公平交易法執行機制之現狀與未來，月旦法學雜誌，186期，2010年11月，頁92-94。


� 不管是美國、日本或英國的實務運作上，主管機關課予反托拉斯刑罰的對象，集中在價格固定、市場分配、串通投標等惡質卡特爾行為。參黃銘傑，讓行政的歸行政、司法的歸司法─跳脫「先行政後司法」後之「先行政無司法」窘態，月旦法學雜誌，201期，2012年2月，頁110-111。


�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Criminal Antitrust Litigation Handbook”(2006), at 88.


� ICN為一國際性組織，我國已於2001年加入。其成立之宗旨為提供各國反托拉斯主管機關一個專門而非正式的場合，彼此可以保有正常聯絡及對話管道，並關注討論競爭法的議題，參網址：� HYPERLINK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about.aspx" �http://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about.aspx�


� See Scott D. Hammond, “The Evolution of Criminal Antitrust Enforcement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February 25, 2010, at14-15.


� 所謂重大刑事案件，指除少年刑事案件外，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之罪案件等，參觀審草案第5條。另關於觀審員之資格及職權參同草案第8、12條。


� 參觀審草案第56、59條。


� 參觀審草案第1條之立法說明。


� 參U.S.C.A. Const. Amend. VI-Jury Trials。又透過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接受陪審團審判的權利亦適用於各州法院。


� 參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Rule 23(a)。


� 參� HYPERLINK "https://1.next.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1968131174&pubNum=708&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28sc.UserEnteredCitation%29" \l "co_pp_sp_708_1451" �Duncan v. Louisiana, 391 U.S.145(1968), at 155、156�。


� 參508 U.S.275(1993),at 277.


� 參黃國昌，美國陪審制度之規範與實證，月旦法學雜誌，194期，2011年7月，71、72頁。


� 關於陪審團如何遴選更詳盡之敘述，請參前註，73、74頁。


� 參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Rule 23(b)、(2)。


� 參約紐州法院系統編纂的審判陪審員手冊（TRIAL JUROR’S HANDBOOK），16-18頁。


� 依筆者實際參訪紐約國王郡地方法院（Kings County Supreme Court）經驗，據Marrus法官表示實務上約有9成的刑事審判案件，陪審團會達成一致的判決結論。


� 同註8，70頁。


� 同註11，18頁


� 同註11，21頁。


� 陳運財，國民參與刑事審判之研究—兼評日本裁判員制度，月旦法學雜誌，180期，2010年5 月，133頁。


� 參Harry Kalven, Jr. Hans Zeisel, “The American Jury”(1986), at 6. 


� 參John Gastil,E. Peirre Deess,Philip J. Weiser and Cindy Simmons, 「THE JURY AND DEMOCARCY—how jury deliberation promotes civic engagemen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2010), at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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